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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
生态转型、改革趋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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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２１AZD０２１).

作者简介:张鹏 (１９９２—),男,安徽滁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洲公共政策,EＧmail:zpyelimi＠foxmailcom;梅杰 (１９９３—),

男,安徽宣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理论,EＧmail:meijie２９６０＠１６３com.

摘要:农业是引发温室气体增多、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水体污染等生态安全事件的主

要产业之一.在种种生态安全事件的挑战下,农业应该朝着绿色生态的方向进行转型

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是世界上较早提倡农业绿色发展的农

业政策之一.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麦克萨里改革到已经达成的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

政策»临时协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生态转型体现出政策支持更加明确、以农民

利益保护为重点、自愿性与强制性措施相结合、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及多政策配套实

施等改革趋向.在强调绿色发展与转型的新时代,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历程及发

展趋向可以为中国农业政策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及启示,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健全补

贴机制、坚持弹性原则、提高科技能力、增加政策协同等措施来推进农业的绿色生态

转型.
关键词:农业政策;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发展;生态安全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１

１　问题的提出

伴随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性生态危机也随之出现.目前,世界各国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下降、氮磷循环紊乱、土壤退化和水污染等一系列来自生态危机的挑战.就农业领域而言,这些生态

挑战及其负面效应要求各国及超国家行为体的农业政策做出适应性调整,而绿色生态转型则是其中的重要发

展方向.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 «意见»),从优化农业主体功能与空间布局、强化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等方面明确了农业绿

色发展的未来方向.«意见»系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首个指导性文件,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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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纲领.«意见»出台以后,农业农村部于２０１８年印发了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

(２０１８—２０３０年)»,进一步从技术角度丰富了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农业绿

色转型之前,作为超国家行为体的欧盟早已关注生态安全问题.自１９９２年开始,欧盟就已经把绿色发展理

念引入到其共同农业政策 (CommonAgriculturalPolicy,CAP)之中,并在之后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不断

强化其绿色生态导向.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最早诞生于１９５７年的 «罗马条约»之中,目标是保证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

稳定农业市场以及推动相关技术的进步.然而,随着人们对生态问题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１９９２年在里约热

内卢召开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对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荒漠化作出全球承诺,环境要素开

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体系之中.换言之,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从最初的主要侧重于支持农业生

产与收入提升逐渐发展为现阶段整合了环境保护要素的庞大政策体系.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生态转型的原

因之一在于,农业生产对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塞巴斯蒂安塞博尔德 (SebastianSeiＧ
bold)等人在 «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就证明了由于杀虫剂、除草剂以及肥料在农业工作中的广泛使

用,在过去的十年中陆生节肢动物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分别下降了６７％和７８％[１].针对农业发展所引发的生

物多样性下降、气候变化、水污染等问题,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也正积极调整共同农业政策,不断增加保

证生态安全在农业发展中的比重.在已经达成的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的临时协议中,直接用 “生
态方案”给付这一新元素取代了 “绿色”给付与交叉遵守[２].同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仍在不断加速其绿色

转型进程,欧盟委员会将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提交一份评估报告,报告中需要特别关注实施中的共同农业政策是

否符合 «欧洲绿色协议»的总体目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政策体系之一,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生态转型近年来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对此,国外学者多从某一具体时间段共同农业政策的特征、成效或对成员国的影响等微观视角进行分

析.巴兹利奇热耶夫斯基 (BazyliCzyzewski)等人分析了 “２０００年议程”改革后共同农业政策在２００４—

２０１７年是如何促进生态效率的[３].盖佩尔 (GuyPe＇er)等人针对２０１８年的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

策»立法提案提出相关建议[４].马里奥迪亚兹 (MarioDíaz)等人则具体分析了受共同农业政策的影响,
西班牙应该如何确定其２０２３—２０３０年的农业战略计划[５].相比较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宏观视角对

欧盟农业政策的绿色发展进行归纳,并分析对中国的具体启示.在这些已有的研究中,崔海霞等人使用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农业政策评估系统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评估[６];马红坤和毛世平则分析了欧盟

共同农业政策自１９５７年以来的绿色生态转型的政策演变[７].
但就目前已有研究而言,国外研究大多立足于共同农业政策对于欧盟或者成员国的影响,同时缺少宏观

上的历史进程归纳;而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生态转型的研究并不丰富[７].更为重要的

是,由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不断调整的原因,目前大部分文献所分析的政策文本一般截至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共

同农业政策».而针对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过渡期共同农业政策»与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临时协议还

少有提及.与此同时,现有研究中虽然对１９９２年的麦克萨里改革开启共同农业政策绿色生态转型已经达成

共识,但在历史梳理中依旧从１９５７年的 «罗马条约»开始.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绿色发展背景下欧盟共同

农业政策的政策变革为主要抓手,通过其改革趋向的分析,尝试厘清这一政策对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启示.

２　绿色发展背景下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变革

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中,制度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平稳发展相对稳定并最为核心的因素[８].欧盟共同农

业政策诞生于１９５７年欧洲共同体签订的 «罗马条约»,并于１９６２年正式确立.它确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

欧洲共同体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生产所必须面对的粮食短缺问题.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欧盟不仅

成功度过粮食危机,甚至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还出现了农业生产过剩现象,保证农产品市场和价格稳定也因

此成为新的政策取向.然而犹如硬币之有两面,共同农业政策同时也是欧盟最具争议性的政策之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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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非议,欧盟出于对全球生态安全的承诺,启动了新一轮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而绿色发展是改革的重

要取向之一.

２１　绿色生态转型启动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

１９９２年的麦克萨里改革被称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一次改革,其关键点在于这次改革中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用直接支付 (此时为挂钩直接支付)替代了价格支持.除此之外,本次改革还是欧盟历史

上首次开始重视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调整[６].改革固然存在一定的外在原因,即过去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过

度干预引发了其贸易伙伴的严重不满,导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欧盟被迫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调整.但

麦克萨里改革实施的真正原因依旧出自内部,由于过去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以产量为基础的补贴客观上鼓励了

生产,这在造成农产品过剩、欧盟财政压力以及增加居民食品支出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破坏[９].因此,绿

色生态转型便成为本次改革的主要侧重之处,体现在:第一,确立了农业休耕计划,为了控制农产品的过度

增长,麦克萨里改革规定较大规模农户有义务休耕其１５％以上的耕地;第二,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同时

引入保护农业环境、植树造林、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内容.概言之,麦克萨里改革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生

态转型中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之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多次改革均是沿着本次改革的路线进行.
随后,在世纪之交,欧盟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再一次改革,即 “２０００年议程”.这次改革主要是为了

满足 «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目标要求.同时,在本次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引入

新的农村发展政策,并成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也正是这一规定让共同农业政策的政策框架正式形

成[１０].“２０００年议程”指出,１９９２年的麦克萨里改革并没有消除共同农业政策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一个产

生污染的、对空间发展和环境保护贡献很小且因不合理的行动而造成动物疾病广泛发生的农业,从长期来

看,是不值得存在也无法存在的”[１１].并且,在增加的第二支柱中还把保护环境和维持乡村传统作为目标之

一.在具体措施层面,欧盟委员会决定对生态条件较差地区的资助与要求低中间性投入的耕作相结合,通过

增加三倍的奖励来鼓励粗放的牛肉生产.与此同时,成员国必须采取明确的措施来确保农业生产与环境规则

的一致性,而其农村发展政策也是为了确保更多的农业支出用在空间发展和自然保护补充市场管理上.至

此,“２０００年议程”把环境政策与农业政策融为一体.
而随着欧盟东扩所引发的欧盟农业财政补贴预算剧增以及欧盟的农业问题和口蹄疫等疾病的暴发,欧盟

普通民众对共同农业政策的非议与怀疑也与日俱增.因此,在２００３年对 “２０００年议程”进行中期评估的时

候便出现了 “２００３年改革”,同时增加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生态导向成为本次改革中的重点[１２].“２００３年改

革”又被称之为 “费谢尔第二次改革”,改革计划涵盖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２００３年改革”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

脱钩直接支付、强制性交叉遵守以及强制性资金调整.可以说,“２００３年改革”是共同农业改革的另一个里

程碑,上述三项改革内容都有利于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生态转型.第一,脱钩直接支付.脱钩直接支付补贴

的金额是依据受补贴和作物面积的历史记录确定的,这极大地改善了农业过度追求产量还忽略环境的行为.
第二,强制性交叉遵守.虽然 “２０００年议程”中便已经提出了交叉遵守,但当时是一种自愿措施,且只需要

符合环境标准即可.而在本次改革中,交叉遵守与脱钩直接支付相结合要求所有获得直接支付的农民都必须

强制遵守环境、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标准等法规要求.第三,强制性资金调整.调整指的是消减第一支柱的

资金,转移到第二支柱.“２０００年议程”曾提出过调整,但当时是基于自愿而非强制.强制性调整的提出则

有利于保证农业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的资金问题.随后,共同农业政策又通过成立欧洲农业保障基金 (EuＧ
ropeanAgriculturalGuaranteeFund,EAGF)、组建 “单一共同市场组织”(SingleCommonMarketOrganiＧ
zation,SCMO)等措施进行后续调整.

２２　绿色生态转型调整阶段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

２０１３年年底,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新一轮改革并设定了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欧盟农业政策的框架.相比

过去,“２０１３年改革”在绿色生态转型方面的措施更加丰富,因此也被称之为 “绿色”改革.根据 “２０１３年

改革”的规定,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占欧盟预算的３７８％,即３６２８亿欧元.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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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预算中,７２％的经费用于直接支付 (本次改革中直接支付包含首次出现独立的绿色支付),５％用于第一

支柱中的市场管理,剩下２３％则用于第二支柱 (其中分配到第二支柱经费中的３０％用于有利于环境和应对

气候变化的自愿措施)[１３].与此同时,除了交叉遵守之外,农业从业者还有义务遵守以下与生态安全相关的

措施:第一,生态多样化.生态多样化措施旨在通过多品种种植来改善土壤质量,具体而言要求农民在其耕

地上至少种植三种作物,并且其中任何一种作物不能超过农场面积的７５％,任何两种作物种植面积的总和不

能超过总面积的９５％.第二,生态重点区.为了保护和改善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因此每个农场至少要把５％
的耕地作为半自然栖息地.第三,维护现有的永久性草原.此措施要求每个成员国以２０１５年的永久性草原

面积作为基准,其占农业总面积的下降幅度不得超过５％.同时, “２０１３年改革”还要求各成员国保护最脆

弱的草原地区不被耕种,以保持碳储量和防止土壤及生物多样性的恶化.
目前欧盟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共同农业政策»执行期已经届满,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也随之进入新一轮改革进

程.对此,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欧盟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了关于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的立法提案.
本次立法提案规定,２０２０年后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必须符合 «巴黎协定»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

议,同时针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安全问题制定缓解战略,以确保长期粮食安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欧洲议会

以及欧洲理事会商议时间的原因,«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并没有顺利实施,而新的欧盟共同农业政

策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才被确定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正式启用.对此,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２７日欧洲理事会通过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过渡期共同农业政策»来确保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延续性.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过渡期共同农业政策»要求各成员国在过渡期间,其农业行为符合 “不倒退原则”,并为 «欧
洲绿色协议»的目标做出贡献.此外,过渡政策还规定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过渡期内, “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
将额外提供８０亿欧元分配给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 (EuropeanAgriculturalFundforRuralDevelopment,

EAFRD)用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促进农村经济的复苏与农业的绿色发展,它也要求成员国确保

总预算的１/３左右用于 “绿色”和动物福利措施.换言之,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过渡期共同农业政策»扩展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共同农业政策»中的大部分内容,同时符合 «欧洲绿色协议»的要求并确保共同农业政策顺

利过渡到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

２３　绿色生态转型展望阶段 (２０２３年以后)
针对未来的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是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达

成临时协议.目前,这项临时协议尚在等待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正式批准.新的共同农业政策将在２０２３
年启动,旨在培育一个可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农业部门,并且被寄望于成为实现 “从农村到餐桌战略”以及

“生物多样性战略”等政策的关键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共同农业政策旨在打造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环

保、更加灵活的农业政策.在临时协议中,新的农业政策将被要求支持农业为实现 «欧洲绿色协议»的目标

做出更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包含如下七项内容:第一,更高的 “绿色”抱负.新的共同农业政策将符合环境

和气候的相关法律,每个成员国的气候和环境立法应该更加具有环保性.第二,为实现 «欧洲绿色协议»的

目标做出贡献.成员国的共同农业政策战略计划需要达到 «欧洲绿色协议»的要求.第三,增加获得给付的

条件性.对此,每个农场至少３％的耕地用于非生产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并有可能通过获得 “生态方案”
给付促使这一比例达到７％.第四,“生态方案”.为了打造有利于气候、环境及动物福利的生态农业,新的

农业政策中至少２５％的直接支付预算将分配给 “生态方案”.第五,农村发展.第二支柱中至少３５％的资金

用于支持气候、生物多样性、环境和动物福利的相关措施.第六,业务方案.在水果和蔬菜部门,业务方案

将至少１５％的支出用于环境相关领域.第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新的农业政策预算中４０％需要与缓和气

候问题相关,并且支持在欧盟长期财政框架 (MultiannualFinancialFramework,MFF)结束前将欧盟１０％
的预算用于完成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上.通过临时协议可以看出,欧盟越来越重视农业的绿色发展.

总而言之,自１９９２年麦克萨里改革开始,历次共同农业政策改革都沿着绿色生态转型的方向进行,这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现实困境.欧盟现代农业的巨大规模以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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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工产品的广泛使用,虽然解决了生产效率问题,却也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范围扩大和生态系统破坏的恶

果.鉴于此,推动内嵌了环境因素的农业政策改革迫在眉睫.回顾麦克萨里改革以后的共同农业政策,总体

上遵循了如下的发展逻辑:第一,环境因素从鼓励采用到刚性融入.无论是１９９２年改革,还是 “２０００年议

程”,乃至 “２００３年中期检查”及以后的历次改革,环境因素和农业政策的整合不断得到强化.虽然自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后,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就已经为官方所鼓励,但直至２０００年,环境保护措施才被明确纳

入共同农业政策中,并在随后的改革中才成为强制性规定.自此以后,各成员国在制定自己的农业政策时都

必须把环境措施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形成了制度上的刚性约束.第二,从 “命令—控制”手段转向环境友好

型农业生产方式的补贴倾斜.在价格干预政策逐渐走向取消以后,欧盟对于农民的补贴开始和耕作面积、生

产方式、休耕比例等联系起来,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的农业将从补贴中获得更大收益,且这一传统

不断得以延续[１４].第三,从单一关注农业进步到更加重视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从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实践

中不难发现,欧盟不断认识到农业进步离不开农村发展,而资金支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２０００年议程”
以后,对于第二支柱的创设以及预算比例的提升有力支持了农村地区发展和环境保护事业开展.总体而言,

１９９２年至今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绿色化始终是其突出的转型特征与改革主轴.

３　绿色发展背景下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趋向

从１９９２年麦克萨里改革到新的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临时协议,农业的绿色发展逐渐从改革的附

属品发展为改革的三大主要方向之一,与此同时欧盟投入到绿色生态转型的资金比例也在不断提高.总体而言,
近年来虽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正面临经费缩减的困境,但农业政策生态转型方面的资金投入比例却在不断增加,
这更加凸显出欧盟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视.与此同时,通过梳理共同农业政策从１９９２年麦克萨里改革开始直

至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临时协议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生态转型还与时代

发展紧密相连.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强调政策的协同性与一致性.这不仅显示在政策文本本身的相关规定中,同

时还体现在共同农业政策与欧盟其他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上.在政策体系内部,新的改革目标要求打造一个更

环保、更公平以及更灵活的农业政策,即在强调农业绿色发展的同时注重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以及政策执行的可

行性.而在政策体系外部,则作为欧洲迈向气候碳中和循环经济体行动路线中的重要一环,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数字技术的帮助下,与其他政策相配合共同达到欧盟 “绿色新政”的要求.

３１　政策支持更加明确,注重政策的环保性

从最初只是作为解决农产品过剩改革的附属品到如今的三大改革方向之一,欧盟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在新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得到明确.在已经达成的共同农业政策

临时协议中,将打造新的绿色架构 (GreenArchitecture),在这一架构下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持将不

断强化.新的绿色架构特别针对气候和环境而设置的干预措施类型,在这个绿色架构下共同农业政策的两个

支柱 (第一支柱:直接支付与市场支持政策;第二支柱:农村发展政策)都需要与环境及气候目标相挂钩.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共同农业政策»中 “绿色给付”是其亮点所在,农民通过保持作物多样化、保持永久草地

以及将土地用于生态重点区域三种措施来获得 “绿色给付”.但是由于 “绿色给付”在实践中的低效率,在

新的共同农业政策临时协议中将用 “生态给付”来代替 “绿色给付”.对此,新的共同农业政策也将给予

“生态方案”资金上的支持,临时协议规定２５％的直接支付将分配给 “生态方案”.“生态方案”可用于支持

有机农业、农业生态实践、精准农业以及改善动物福利等方面.而在第二支柱农村发展方面则明确将更多资

源用于与气候和环境相关的干预措施之中.如前文所述的至少３５％的资金用于支持气候、生物多样性、环境

和动物福利的相关措施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共同农业政策»对于第二支柱的要求则是至少３０％的经费用于相关

措施).换言之,新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支持更加明确,且政策目标也更具环保性.

３２　以农民利益保护为重点,注重政策的公平性

在新的共同农业政策之中,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收入是其主要目标之一.毫无疑问,无论是土地轮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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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护永久草地,这些措施的实施在短期内都必将导致农民生产收入的减少.因此,有必要在共同农业政策

改革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加强对于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自１９９２年麦克萨里改革开始,欧盟历次政策改革均

对保障农民利益不因政策受损给予高度的关注.对此,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生态转型以来,共同农业政

策一直通过直接支付的形式来弥补农民的相关损失.据统计,由于直接支付的存在,农民农业用地平均每

亩①可以获得１６欧元的补贴,加上这一补贴农民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８５％,而如果去除这部分补

贴,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其他行业的４０％[１５].而在即将通过的共同农业政策中更是如此,在临时协议中用

“生态给付”代替了 “绿色给付”,不但明确将直接支付的２５％用于 “生态方案”,还通过弹性措施让农民自

愿选择是否要增加非生产性土地面积的比例.换言之,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在绿色生态转型的同时不断完善农

民利益的保护机制,进而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收入.

３３　自愿性与强制性措施相结合,注重政策的可行性

纵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历程,在实现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等绿色发展目标方面,共同农业

政策经历了从自愿性到强制性再到即将把两者相结合等发展阶段.这种结合性最直观地体现在 “生态方案”
与 “良好的农业和环境条件”等内容中.在 “生态方案”上,新的共同农业政策明确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将

“生态方案”纳入其计划之中,而对于农民来说则是自愿的.并且对于 “生态方案”是按年度计划还是按多

年度长期计划,欧盟成员国可以根据固定评分系统或者他们自己选择的其他方法来确保 “生态方案”的有效

性.在 “良好的农业和环境条件”中,新的共同农业政策则更加具备可接受性.例如,在关于土壤保护和质

量方面,新的共同农业政策规定,所有农场至少有１０公顷的土地将用于轮作,但是有机农场以及拥有大量

草地的农场可以具有赦免权.在针对生物多样性与景观上则是规定农场必须有４％的土地用于非生产要素和

区域 (包括至少１０公顷的休耕地).而如果农民接受 “生态方案”给付,这个比例将提高到７％,但如果农

民将大量额外土地用于种植填闲作物或固氮作物,这种强制非生产性要素和区域最低比例将降到３％.除此

之外,欧盟成员国还可以自愿在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之间转移高达２５％的共同农业拨款,用于支持环境和气

候目标、青年农民以及直接支付低于平均水平的成员国等.通过以上措施,即将实施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将

自愿性与强制性措施相结合使政策更具可接受性.

３４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注重政策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关于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已经得到人们广泛的讨论.在２０１８年的 “欧盟人工

智能战略”和２０２１年的 «２０３０数字指南针:数字十年的欧洲之路»中,欧盟委员会就认为农业部门是人工

智能的一个关键应用领域,需要足够的投资来实现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１６].除此之外,２０１７年欧盟委

员会在 «未来粮食和农业»中也指出,共同农业政策必须使欧盟农业部门能够将农民和农村地区与数字经济

联系起来.对此,欧盟环境署已经形成农药化肥使用量、耕作方式、水质污染等基础指标数据库.而在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临时协议中也明确提出,作为支持农业研究和创新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提

议从 “地平线欧洲”计划中拨出１００亿欧元用于与食品、农业、农村发展以及生物经济相关的项目.新的共

同农业政策试图在１００亿欧元投资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知识信息系统 (AgriculturalKnowledgeandInnovation
System,AKIS)以促进创新项目的发展.与此同时,在 “生态方案”中支持精准农业、有机农业等实践的

发展.以精准农业为例,精准农业可以提高农业和畜牧业自动化水平,在利用传感器技术对农业养分需求进

行精准评估后,不但能够做到因地施药,还能够防止土壤及水体的营养过剩.总体来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把数字技术用于绿色发展也正处于探索阶段,但这在欧盟这个超国家行为体上已经得到重视.

３５　多政策配套实施,注重政策的一致性

与一般意义上的政策一致性不同,研究欧洲的学者们对于政策一致性的定义是,加强政府各部门和机构

之间政策目标的协同作用,也加强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其中,政策协同作用指的是一项政策目标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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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助于另一项政策目标的实现[１７].政策一致性指的是系统减少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并发挥政策之间的协同

作用,其目的在于实现政策之间的共同目标.就目前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而言,其绿色生态转型也正与 «欧洲

绿色协议»“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２０３０生物多样性战略”等政策之间体现出一致性.一方面,政策目标之

间具有一致性.通过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临时协议可以看出,新的共同农业政策深受 «欧洲绿色

协议»“２０３０生物多样性战略”等政策的影响.在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共同农业政策»临时协议中,共同农业政

策将围绕九个关键目标进行制定,其中与农业绿色发展相关的是气候变化行动、环境保护以及保护景观和生

物多样性.如前文所述,新的共同农业政策明确将要打造更环保的共同农业战略,并支持农业为实现 «欧洲

绿色协议»的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除此之外,新的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也与其他政策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例如,“２０３０生物多样性战略”的战略目标是使欧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和保护[１８],这与共同农业政

策的绿色发展目标也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政策之间具有强协同性.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
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正不断增强.这不仅体现在 “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等政策对于共同农业政策的资

助上,还体现在政策之间的实践影响.例如,欧盟最新的研究与创新计划 “地平线欧洲计划”便对共同农业

政策目标的达成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地平线欧洲计划”把经费支持与农业知识信息系统相结合,以

推进智能且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

４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生态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２０２１年８月发布的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中国耕地面积为

１９１７９２７９万亩,与上一次国土调查相比,十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了１１３亿亩.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首

屈一指的人口大国,有着巨大的粮食需求.耕地减少与人口增加的双重作用使得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巨

大压力.受此背景影响,长久以来增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根本任务.为了

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建立起来一套以粮食增产为主要导向的完整的政策体系,涵盖粮食补贴、产业支持、农

村金融等多个方面.
面对庞大的农业规模,政策注意力从增产转向绿色发展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值得一提的是, “绿色

生态的政策激励机制还不完善”是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对于农业绿色生态转型在政策不足

上所做的总结.虽然自 «意见»颁发以后,农业政策导向出现了明显的从增产到提质的转向,但现阶段仍旧

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农业支持总量不足.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显著存在周期长、收益低、风

险大等先天不足.在农业领域的发展过程中,从业人员不断减少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农业支持力度而言,经

济投入总量少、人均低等现状制约了绿色农业、数字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绿色生态导向不强.就现有农

业政策体系而言,虽然已经出台了 «到２０２０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等具有鲜明绿色导向的农业发展政策,但在粮食连年增收整体愿景下,农业增产目标仍

旧强于绿色生态取向.在这种增长导向之下,中国农业领域对于化肥及农药的使用依旧严重,导致农业面源

污染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生态安全.因此,在强调绿色发展与生态转型的新时代,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

改革历程及发展趋向将会给中国的农业政策的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启示.

４１　优化顶层设计,以更加具体的政策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

“把农业绿色发展摆在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全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实

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更加富裕、乡村更加美丽宜居”,这是 «意见»中对于实现农业绿色生态转型

的政策目标.«意见»的出台反映出中国对农业绿色生态转型认识程度的加深,这有利于中国农业的绿色发

展.但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相比,现有的政策文本过于宏观.例如,在 «意见»中到２０２０年 “化肥、农药

利用率达到４０％”“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３％以上”等目标的设定过于宏观,而过于宏观的政策设定在执行

中极容易出现 “一刀切”的现象.中国近年来化肥的使用量虽然在不断下降,但重要原因之一是农业播种面

积的减少.与此同时,在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 (２０１８—２０３０年)»中也没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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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资金、环保补贴标准以及非生产区域比例划分等内容.而由农业农村部与财政部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

联合发布的涉及直接补贴的政策 «做好２０２１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中,其内容虽明确提

出支持农业绿色发展,但主旨依旧是提高农业产量.因此,应针对顶层设计中过于宏观,缺乏明确支持资

金、环保补贴标准等问题进行优化,以更加具体的政策来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

４２　健全补贴机制,以更加民生的政策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

农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保证人民的切身利益.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施行的经

验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相关补贴政策的辅助,农业领域的环保行为必然会给农民带来损失,农民的人均收入

只有其他行业的４０％,但欧盟通过共同农业政策中的直接支付使农民的人均收入得到极大提升.相比之下,
中国关于农业生态补偿方面的立法相对不足,而实现现代农业绿色发展需要保证农业生态补偿在法治化的轨

道运行[１９].并且,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正外部行为给予经济补偿将有利于提高农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进而实

现环境保护方面的帕累托最优[２０].而在目前的农业政策中,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补贴并不十分明确.在 «做
好２０２１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中,只在针对实施农机深松整地方面明确规定 “每亩作业

补贴原则上不超过３０元”.这也就导致,农民在中国农业绿色生态转型的过程中不但积极性不高,还容易造

成农业劳动力流失现象的发生.对此,需要建构完整的农业生态补贴制度,通过正向激励来引导农民积极参

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转型,这样既能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还有利于维护农民利益,保证农民的主体

性地位.

４３　坚持弹性原则,以更加灵活的政策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

在欧盟已经达成一致的新的临时协议中,对于绿色发展目标完成的相关措施改变了自 “２００３年改革”以

来的强制性交叉遵守等规定,而是把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进而增加成员国及普通民众参与的意愿.中国作

为多民族国家与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有区别,也有共性.中国幅员辽阔且不同省份的自然环境拥有显著

差异,这与欧盟成员国众多且不同成员国自然环境也不尽相同之间具有相似性.因此,在推进中国农业绿色

生态转型时要充分考虑各地的差异,让各个省份给出符合省情的方案.除此之外,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也是

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要坚持弹性原则,既设立农业绿色生态转型的最低目标,同时又通过补贴

等形式让普通农民自愿增加有利于生态安全的农业行为.而针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绿色生态转型制定农业生态

补偿机制时也需要保证灵活性,一方面对农业生产中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收费,另一方面对于保护

生态的行为给予奖励.

４４　提高科技能力,以更加进步的政策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

目前,中国正与其他大国共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替时期[２１].在这一时期,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纷纷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数字农业方面,中国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于２０２０年印发了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虽然也存在政策

文本过于宏观的问题但仍能体现出中国对于农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重视.智能化、数字化农业的发展将

会对农业绿色发展起到辅助作用.例如,自动农用车辆和小型田间机器人可以通过使用图像识别的方法来清

除杂草和害虫,这样便可以大大减少农药的使用,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此同时,精准农业起到减少浪费

和降低环境成本的作用[２２].因此,中国需要提高农业生产中的科技能力,以较为明确的资金支持、较为体系

的基础数据库以及较为完整的创新系统来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除此之外,中国还可以学习欧盟对

青年农民的培育,通过增加青年农民使用高端、复式、智能等农机的能力以及与数字化相关的知识来增强中

国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实力.

４５　增加政策协同,以更加体系的政策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

如前文所述,欧盟推进农业绿色生态转型不仅仅依靠共同农业政策,同时还与 «欧洲绿色协议» “２０３０
生物多样性战略”“地平线欧洲计划”等政策保持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正如曼斯尼尔森 (MansNilsson)等

人所言:“考虑到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政策的一致性正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治理和政策制定中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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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目标”[２３].这是因为,欧盟在 «里斯本条约»中要求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所有欧盟公共政策之中,进

而有利于一个政策目标的完成有助于另一个政策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来说, “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
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２４].绿色发展是一种不同领域交叉重叠的发展目标,
并且不同领域之间会相互影响.例如,工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会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之中.目前中国涉及

农业绿色生态转型的政策文本已经有一定数量,但政策之间关联性不是很显著.因此,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路

途之中,需要定期评估不同政策之间的相关作用及其影响,进而增加政策之间的强协同性,减少政策之间的

冲突性.同时,还可以把对口支援与经济技术协作运用到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之中,通过发达省份援助欠发

达省份的方式来推进中国农业的绿色生态转型.

５　结论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自１９９２年的麦克萨里改革以来经历了多次调整,从确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到设立交

叉遵守与 “绿色给付”,再到即将实行的 “生态方案”,一系列的改革反映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发展的政

策目标越发清晰.当然,共同农业政策在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也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目前,资金减少是共

同农业政策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而英国脱欧、成员国之间意见不合等现实状况也给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

生态转型带来困难.除此之外,共同农业政策在绿色发展方面也正面临 “缺乏可衡量指标、提供公共产品的

激励不足以及对不遵守政策环境要求的制裁不足”等方面的批评[２５].但与此同时,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生态

转型也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改善.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相比,中国农业政策的增产导向较为明显,而涉

及农业绿色生态转型的政策文本不但过于宏观,而且支持资金、补贴幅度以及评估标准不够具体.中国农业

政策的制定可以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历程及发展趋向的经验,进而推进中国农业领域的绿色生态转

型.当然,任何一种政策有其适用环境,因此中国在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时,还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探

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绿色生态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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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UCommonAgriculturalPolicy: GreenEcologicalTransformation, ReformTrendsandImplications
ZHANGPeng　MEIJie

Abstract:Agricultureisoneofthemajorindustriesthatcontributetoecologicalsecurityeventssuchasthe
increaseofgreenhousegases,thedeclineofbiodiversityandthepollutionof waterbodiesUnderthe
challengeofecologicalsecurity,thereisaconsensusinmostcountriesthatagricultureshouldbetransformed
towardsagreenecologicaldirectionTheEuropeanUnion (EU)CommonAgriculturalPolicy (CAP)was
oneofthefirstagriculturalpoliciesintheworldtoadvocatethegreendevelopmentofagricultureFromthe
McSurreyReformthatbeganin１９９２totheCommonAgriculturalPolicy２０２３Ｇ２０２７thathasbeenprovisionＧ
allyagreed,thegreentransformationoftheEUCAPreflectsaclearerpolicysupport,focusingontheproＧ
tectionoffarmers’interests,acombinationofvoluntaryandmandatorymeasures,thesupportofdigital
technology,andtheimplementationofmultiplepoliciesThereformtrendsincludeclearerpolicysupport,a
focusontheprotectionoffarmers’interests,acombinationofvoluntaryandmandatorymeasures,digital
technologyassupport,and multiplepolicypackagesIntheneweraofgreendevelopmentand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thereformprocessanddevelopmenttrendoftheEUCAPcanprovidecertainreferenceexpeＧ
rienceforChina’sagriculturalpolicyInthisregard,ChinashouldpromotethegreenandecologicaltransforＧ
mationofagriculturebyoptimizingtopＧleveldesign,improvingsubsidymechanisms,adheringtotheprinciＧ
pleofflexibility,enhancing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capabilities,andincreasingpolicysynergies
Keywords:AgriculturalPolicy;EUCommonAgriculturalPolicy;GreenDevelopment;EcologicalSecurity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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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高细分度农产品贸易数据研究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

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性的影响效应,从演变轨迹、产品结构和进口来源地结构三个

维度对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展开特征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因进口农

产品获得的节水效应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因进口替代缓解的水资源压力小于带给进

口农产品产地的水资源压力,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在水资源要素上存在着类似于 “列

昂惕夫悖论”的现象;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排名靠前的农产品种

类主要包括棉花,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水果及坚果,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
植物油及其制品,豆类,油料,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半成品革,麻纺织品和谷

物;水稀缺足迹排名靠前的进口来源地主要包括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美国、苏丹、
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埃及、西班牙、伊朗、哈萨克斯坦、泰国和越南.本文进而提

出提升农产品自给率、拓展海外水资源利用广度和拓宽农业国际合作渠道的政策

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进口;水稀缺足迹;虚拟水贸易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２

１　引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球淡水资源抽取量增加了约７倍[１],随着气候变化、人口扩张和消费方式的转

变,这一趋势还将延续,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压力日益严峻.基于农产品生产在全球水资源耗费中的重要地

位,Allan将虚拟水 (VirtualWater)定义为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水资源数量,并认为虚拟水随着农产

品国际贸易从水资源丰沛地区流向了匮乏地区[２].Hoekstra和 Hung拓展了虚拟水的适用范围,将其囊括了

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所需的水资源数量[３].Mekonnen和 Hoekstra的研究表明,农产品及其衍生品的虚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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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占全球虚拟水贸易的７６％[４],这意味着农产品贸易仍是虚拟水流动最重要的载体.Hoekstra在虚拟水

基础上提出了水足迹 (WaterFootprint)的概念[５],水足迹可以从个人、家庭、部门、行业、城市或国家层

面计算生产或消费的产品中包含的虚拟水数量,以及何时何地产生了这些水足迹[６],更利于反映一国水资源

的真实需求.２０１４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了ISO１４０４６ «环境管理水足迹原则、要求和指南»,为水足迹

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技术依据.ISO１４０４６将水足迹定义为量化水资源使用及其对潜在环境影响的方法,
当在进一步考虑不同地区水资源需求与补给缺口的情况下探讨该问题时,则称为水稀缺足迹 (WaterScarcity
Footprint)[７].鉴于全球水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水稀缺足迹的研究视角为识别虚拟水贸易流动对产品产地

的水资源环境影响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框架.有水足迹的相关文献中,特定产品或区域的水足迹核算是近年来

国际水足迹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国内农产品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中国成为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净进口国,农业部门成为中

国外部水足迹的重要来源部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资源使用国之一,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人均淡水量仅

为全球平均水平的１/４.通过进口食品和农产品,一国可以应对全球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但也对国外水

资源的可利用性形成依赖.一方面,中国在大规模农产品进口中获得了节水效应;另一方面,这也客观地对

国外农产品产地的水资源状况产生深刻影响,一些大量使用水资源生产出口农产品的国家正日益加剧缺水问

题.以因 “有益健康”而刺激全球需求急剧增长的鳄梨为例,号称 “耗水之果”的鳄梨种植对其产地环境带

来了潜在的灾难性影响,已导致秘鲁的旱情和墨西哥的河流缺水.长此以往,进口国对外部水资源的依存将

难以为继.如果无法精确量化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性的潜在影响,将无法持续支撑

中国扩大农产品进口,并对中国的粮食和食品保障,以及制造业的农业原材料供给形成长期制约.
基于此,本文依据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高细分度的农产品贸易数据考察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水稀缺足迹,研究

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性的影响效应,揭示其演变轨迹,量化主要农产品种类和主要

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比重,旨在从水资源视角为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策略

分析.

２　文献评述

国外学者在有关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和水足迹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对摩洛哥和荷

兰[８]、荷兰[９]、欧盟[１０Ｇ１１]、法国[１２]、英国[１３]和以色列[１４]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计算了农产品贸易引起的跨国

虚拟水流动量.然而仅量化农产品生产的水耗费不足以判断其对农产品产地水资源状况的影响程度,国家或

地区间的虚拟水消耗量缺乏可比性,较高的耗水量对于水资源丰裕的国家或许并无大碍,而较低的耗水量对

于水资源稀缺的国家也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在量化水资源耗费的基础上,还需借助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差异

的特征因子以实现国家间或产品间的可比性.

Earle[１５]、Pfister等[１６]、Hoekstra等[１７]、Berger等[１８]和 Boulay等[１９]测度了全球异质性的水资源稀缺

水平.其中,Boulay等的特征因子 (CharacterizationFactor)量化了各个地区 (国家或流域)单位表面积在

不同时点 (月或年)满足人类和生态环境的水资源需求后,剩余水资源的相对可获性,作为一种最新的水稀

缺特征因子,适用于ISO１４０４６标准的水稀缺足迹测算,并受到欧盟委员会产品环境足迹 (ProductEnviＧ
ronmentalFootprint)评 价 方 法 的 推 荐[１９].利 用 Boulay 等[１９] 提 出 的 特 征 因 子,Finogenova 等[２０] 和

Dolganova等[７]分别计算了德国和欧洲农产品进口贸易的水稀缺足迹,并进行了进口产品及来源地的水稀缺

足迹比较分析.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进展较快.从研究脉络来看,一是关注重要的农产品种类,如棉

花[２１]和粮食作物[２２Ｇ２３]等;二是关注国内特定区域,如浙江[２４]、新疆[２５]、山东[２６]等;三是关注重点贸易伙伴

国,如东盟[２７]、俄罗斯[２８]、非洲[２９]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３０]等.雷玉桃和蒋璐[３１]、张晓宇等[３２]、黄敏

和黄炜[３３]、陈秀莲和郭家琦[３４]运用投入产出技术测量了中国整体的虚拟水贸易情况,仅将农业部门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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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行业进行分析.林桂军等[３５]、朱启荣和杨琳[３６]考察了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流量,但并未上升

到水足迹研究层面.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具有以下局限:一是研究视角皆定位于农产品贸易对中国国内水资

源状况的影响,未考虑对进口来源国的影响;二是研究方法仍停留在虚拟水消耗量的直接比较阶段,忽视了

虚拟水耗费量缺乏直接可比性的客观事实;三是研究对象多限于作物类初级农作物,且研究种类不齐全,对

动物类农产品更显探讨不足.随着中国居民对农产品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３７],研究对象的种类缺失有

扭曲研究结论的可能.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性体现在:第一,相较于其他行业部门的水足迹评价研究,关于农业

或农产品水足迹核算的报道相对较少[３８],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在农产

品进口贸易量激增的背后必然是进口来源地的大量水资源耗费.本文在核算中国进口农产品虚拟水流量的基

础上,结合异质性的进口来源地水稀缺特征因子,率先量化了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

性的影响程度,研究视角有所创新.第二,本文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初级农作物和牲畜产品,还覆盖了农产

品的衍生产品,符合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产品结构升级趋势,研究对象更加全面.第三,本文的研究基于

高度细分的微观产品数据,涵盖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中国从１３７个来源地进口３８１个 HS６位数产品的农产品贸

易样本,避免了针对典型农产品分析的种类缺失问题,以及运用行业层面投入产出技术带来的加总偏差问

题,在研究手段上更为细致,研究结论也更为可靠.

３　指标计算和数据说明

３１　水稀缺足迹的核算方法和指标构建

３１１　核算方法

水足迹的核算方法主要包括 “自上而下”法和 “自下而上”法[３９],“自上而下”法利用国家、群体、区

域的整体投入产出情况分析水资源消耗, “自下而上”法汇总产品生产各流程的水资源消耗,得到产品整个

生命周期的水资源总耗费量,再进一步衡量区域、国家的水足迹.投入产出技术将大量农产品数据高度集聚

在部门层面,忽视了不同农产品种类之间巨大的水资源耗费差异[２０],增加了计算结果的不确定性.鉴于此,
结合本文的样本数据特征,文中农产品水稀缺足迹核算使用了最为广泛应用的环境影响量化方法———产品生

命周期 (LifeCycleAssessment,LCA)评价法.
水足迹通常被分解为蓝水、绿水和灰水足迹３个二级账户:①蓝水指储存在河流、湖泊、湿地以及含水

层中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由于可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分配,机会成本较高,具有管理的价值[４０].②绿水指附

存于土壤非饱和含水层中的土壤水,只能被占用土地的农产品利用,无法输送到其他地区,也无法用于非农

用途,鉴于其与土地的不可分离性,在农产品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研究中,更应视其为土地资源[４１].③灰水

是将废水中的污染物含量稀释到自然本体浓度时消耗的水资源.灰水耗费量的计算依赖于一定的假定前提,
如将氮视为唯一污染物,农作物在一国内部每公顷土地上被施以相同的氮肥量,且每升肥料淋失１０毫克土

壤硝态氮等[４２].考虑到除氮肥外,磷肥和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均会产生绿水耗费,灰水足迹核算会因其苛刻的

假设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７].基于此,本文所考察的水稀缺足迹为蓝水的水稀缺足迹.

３１２　指标构建

参照Finogenova等[２０]、Dolganova等[７]和Boulay等[１９]的做法,本文按照以下步骤计算中国进口农产品

的水稀缺足迹.
(１)计算中国进口 HS６位数产品的蓝水消耗量.

CWUijc ＝cwuij ×IMPijc (１)
式 (１)中,CWUijc 为中国从j国进口 HS６位数产品i在生产过程中的蓝水消耗量,cwuij 为j国生产产

品i的蓝水耗费,IMPijc 为中国从j国进口产品i的数量 (重量).
(２)计算中国进口 HS６位数产品的水稀缺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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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Fijc ＝CWUijc ×CFj (２)
式 (２)中,WSFijc 为中国从j国进口 HS６位数产品i的水稀缺足迹,CFj 为反映农产品进口来源地j水

稀缺程度的特征因子.
(３)计算集聚层面的水稀缺足迹.
对式 (２)按照不同集聚标准进行加总可以分别得到中国整体、进口产品和进口来源地层面的水稀缺

足迹.

①在中国整体层面集聚.

WSFc ＝∑
i∈I

∑
j∈J

WSFijc (３)

式 (３)中,WSFc 为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整体水稀缺足迹,I 为中国进口全部 HS６位数产品i的集合,J
为中国全部农产品进口来源地j的集合.

②在进口产品层面集聚.
由于 HS６位数产品分类过于细致,不利于从总体把握中国进口产品层面的水稀缺足迹变动情况,本文

将 HS６位数产品的水稀缺足迹集聚到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类)层面,即:

WSFk ＝∑
i∈k

∑
j∈J

WSFijc (４)

式 (４)中,WSFk 为中国进口产品k(按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类标准分类)的水稀缺足迹,J 为产

品k的全部进口来源地j的集合.

③在进口来源地层面集聚.

WSFj ＝∑
i∈I

WSFijc (５)

式 (５)中,WSFj 为中国从j国进口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I为中国从j国进口全部 HS６位数产品i的

集合.

３２　数据来源和处理

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源于４个数据库:①中国进口 HS６位数代码农产品的重量信息 (单位:吨)出自

CEPIIＧBAC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②农作物及其衍生品的蓝水耗费量 (单位:米３/吨)出自

Mekonnen和 Hoekstra[４].Mekonnen和 Hoekstra[４]基于３０年的平均气候条件、１０年的平均农作物产量和

平均灌溉面积,计算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国家尺度下的农作物及其衍生品生长所需的水资源消耗量.由于生产

农作物的具体地理信息缺失,本文采用农作物在进口来源地国内不同地区生产所需蓝水消耗量的平均值.

③畜禽 及 其 衍 生 品 的 蓝 水 消 耗 量 (单 位: 米３/吨) 出 自 Mekonnen 和 Hoekstra[４２].Mekonnen 和

Hoekstra[４２]在考虑不同生产体系 (放牧、混合式和工业养殖)和不同饲料构成 (粗料和精料)的基础上,提

供了畜禽及其衍生品在各国生产的水资源耗费量,本文采用各进口来源地国内３种生产体系蓝水耗费量的平

均值.④各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特征因子 (CF)出自论文 AWARE[１９].水稀缺特征因子的计算过程采用了

世界平均水平进行标准化,取值范围为０１~１００,其数值与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程度成正比,单位为米３ 世

界当量/米３.为与文中贸易数据相匹配,本文使用了国家Ｇ年度层面的水稀缺特征因子.
参照许统生和方玉霞[４３]的匹配方法,本文将CEPIIＧBACI数据库提供的农产品 HS６位数代码与中国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进行匹配.处理步骤为首先将 HS６位数农产品代码与联合国公布

的 «产品总分类»代码 (CPC１０)相对接,再将 «产品总分类»代码与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相对接①.
经统计,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中国进口农产品共涉及３８１个 HS６位数代码,１１８个CPC代码和３８个统计用产品

分类代码 (中类).
由于鱼类、水生动植物和花所需的水耗费数据不可获,本文剔除了相关产品样本.文中数据处理涉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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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库之间的匹配,会因其中某个数据库中缺失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引起样本损失,但本文样本汇总的

农产品贸易量占中国全部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平均占比达到９７８７％,仍不失代表性.

４　实证结果分析

４１　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整体演变趋势

本文加总计算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量 (单位:百万吨)、进口农产品在进口来源地生产

的虚拟水消耗量 (CWU,单位:千米３)和进口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 (WSF,单位:千米３世界当量),绘

制于图１中.加入 WTO后,随着兑现入世承诺,中国进口贸易壁垒大幅降低,农产品进口量经历了初期

的激增期,并在２００３年后总体呈现出较平稳的上升趋势,其间仅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出现过下

浮波动.对比可见,进口农产品的蓝水消耗量与贸易量的变动轨迹在２００３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这

是由于进口农产品的蓝水消耗不仅取决于农产品的进口数量,也受农产品进口种类及其在不同生产地耗水

量的影响.这说明加入 WTO以来中国农产品进口有着较强的产品种类扩张和进口来源地多元化倾向.中

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从加入 WTO 到２００９年次贷危机经历了第一个起伏期,
在次贷危机后至２０１８年经历了第二个起伏期,并在２０１８年后再次呈现出反弹趋势,样本期内的峰值出现

在２０１２年.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变动轨迹

进一步,分析中国进口农产品的节水效应.由于不同国家生产同一农产品的水资源耗费有所差异,进

口农产品在国外生产的耗水量并不能直接作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节水量.作物生长过程中的蓝水消耗取决

于该地区是否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人工灌溉以弥补绿水的不足.牲畜产品的水资源耗费与其产地

采用的生产体系有关,例如由于荷兰主要采用工业养殖生产体系,荷兰生产大部分牲畜产品的水足迹低于

美国和印度[４２].由此,本文依据 “替代效应”原则计算了中国若自产进口农产品的蓝水耗费量 (中国

CWU,单位:千米３),这些水资源因进口替代国内生产而得以节约.加入 WTO 以来,中国通过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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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获得的节水效应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间仅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有过下跌

(图１).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中国进口农产品对国内水资源压力的缓解程度.本文将中国自产进口农产品的水资

源耗费量乘以中国的水稀缺特征因子得到中国自产进口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 (中国 WSF,单位:千米３世界

当量).如图１所示,中国自产进口农产品形成的水稀缺足迹与进口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在２００４年之前的变

动趋势一致,但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其背离程度与中国 CUW 与 CUW 的

差异水平较为相符,说明水资源耗费量是形成水资源压力的关键因素.由于水稀缺足迹具有可比性,可以看

出在除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之外的大多数年份,中国因进口农产品缓解的水资源压力小于带给进

口农产品产地的水资源压力,尤其是在中国自产进口农产品水资源耗费大于进口来源地水资源耗费的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５年,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产品来源地中可能有较多比中国水资源匮乏

程度更高的国家.如果将水资源视为生产要素,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水资源丰裕国家应向水资源稀缺国家出

口水资源密集型产品.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贸易在水资源要素上存在着类似于 “列昂惕夫悖论”的现

象.刘庆林和段晓宇[４４]在解释水资源 “逆比较优势”之谜的研究中发现虚拟水流向最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预

期的是农、林、牧、渔业,与本文的结论较为一致.

４２　进口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

４２１　进口产品层面的水稀缺足迹演变趋势

为揭示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产品特征,本文按照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 (中类)进行集聚,分

别测算各类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占比,以样本期内间隔５年为时间节点进行比较分析.表１列示了相关年

份水稀缺足迹占比排名前十的农产品种类,其在相应年份的水稀缺足迹累计占比分别达到９３８５％、

９５４２％、９４７６％、９２６９％和９２１４％,说明取前十位农产品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水稀缺足迹的产

品集中度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各主要作物产品及其衍生品的水稀缺足迹演变轨迹如下:①糖、加工糖及制

糖副产品 的 水 稀 缺 足 迹 曾 在 １９９９ 年 排 名 第 一 (２９６８％),之 后 逐 步 下 降,２０１４ 年 下 降 至 第 十 位

(１９９％),２０１９年略微回升至第八位 (４７５％).②植物油及其制品的水稀缺足迹始终位列前五,位次由

１９９９年的第二位 (１５８７％)逐渐降低至２０１９年的第五位,截至２０１９年的占比为５４５％.③棉花的水

稀缺足迹在２００４年及以后一直位于首位,WSF占比最高为２００４年的７０７０％,WSF占比经历了先升后

降的发展过程,并在２０１４年后降幅明显.④棉、化纤纺织及印染产品的水稀缺足迹在２００９年及之前的排

名居于前十,WSF占比最高达到２００９年的第四位 (５３４％),但２０１４年及之后跌出前十.⑤豆类的水稀

缺足迹始终居于前十,WSF占比由１９９９年的第七位 (４８６％)攀升至２００９年的第二位 (１０６９％),后

逐渐下滑到２０１９年的第六位 (５２６％).⑥水果及坚果的水稀缺足迹除在２００４年排名第十一位,其余年

份均进入了前十,尤其在２０１４年之后的上升幅度明显,至２０１９年达到第三位 (１１４９％).⑦碾磨谷物及

谷物加工品的水稀缺足迹在２００９年及以前的排名未能进入前五,WSF占比最高仅为２００４年的第七位,
但到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９年的排名已稳定在第二位.⑧麻纺织品的水稀缺足迹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９年

进入了前十,WSF占比最高达到２００４年的第六位 (２９９％).⑨谷物的水稀缺足迹波动较大,WSF占比

最高为２００４年的第四位 (３７８％),最低降至２００９年的第十四位.⑨油料的水稀缺足迹排名快速上升,

WSF占比在１９９９年仅列第二十位,至２０１４年已达到第五位 (３４４％),２０１９年虽下滑至第七位,但

WSF占比上升到４８１％.
各牲畜产品及其衍生品的水稀缺足迹演变轨迹如下:①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的水稀缺足迹在

２０１４年排名第七位 (２９８％),后快速攀爬到２０１９年的第四位 (８６４％).②禽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在

２００９年及之前位列前十,但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９年已分别下滑至第十二位和第十九位.③半成品革的水稀

缺足迹贡献度始终位于前十位,WSF占比由１９９９年的８９１％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２８７％,２０１９年又反弹

到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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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产品特征

单位:千米３ 世界当量

年份 排序 产品
重量占

比/％
CWU 占

比/％
WSF占

比/％
WSF 年份 排序 产品

重量占

比/％
CWU 占

比/％
WSF占

比/％
WSF

１９９９

１ 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 １２６３ ２５５６ ２９６８ ４２５

２ 植物油及其制品 １１７９ １７４１ １５８７ ２２７

３ 棉花 ０３６ ７５６ １１９７ １７１

４ 半成品革 ３１０ １１２９ ８９１ １２７

５ 棉、化纤纺织及印染产品 ０１９ ５８９ ８３１ １１９

６ 畜禽产品 ３０５ ５３７ ５５１ ０７９

７ 豆类 ３３３９ ５７２ ４８６ ０６９

８ 水果及坚果 ３１３ ４３８ ４０７ ０５８

９ 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 １８５ ６１５ ２６１ ０３７

１０ 谷物 １９６４ ２４３ ２０６ ０２９

２００４

１ 棉花 ４０８ ６１００ ７０７０ ４９５４

２ 植物油及其制品 ８１８ ５１８ ４３９ ３０８

３ 豆类 ４９０１ ５１７ ３８４ ２６９

４ 谷物 ２５４８ ４６４ ３７８ ２６４

５ 半成品革 １２５ ３６１ ３２８ ２３０

６ 麻纺织品 ０３２ １２５ ２９９ ２０９

７ 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 ２１８ ５６０ ２１１ １４７

８ 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 ３０２ ４１７ １６９ １１９

９ 畜禽产品 １４６ １８２ １５３ １０７

１０ 棉、化纤纺织及印染产品 ０５１ １１２ １１１ ０７８

２００９

１ 棉花 ２４５ ５０２４ ５６５０ ４３５４

２ 豆类 ７５２２ １２８４ １０６９ ８２４

３ 植物油及其制品 ６４１ １１７１ ９３７ ７２２

４ 棉、化纤纺织及印染产品 ０１２ ３７４ ５３４ ４１１

５ 半成品革 ０８５ ２８３ ３１３ ２４１

２００９

６ 水果及坚果 １３４ ３８４ ３０５ ２３５

７ 畜禽产品 １５７ ２２６ ２４９ １９２

８ 麻纺织品 ０３８ ０７２ １７１ １３２

９ 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 １７６ ２９６ １４２ １０９

１０ 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 ０６９ ２３０ １０６ ０８２

２０１４

１ 棉花 ２２２ ４６７８ ５２８１ ８０５６

２ 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 ３３４ １２３４ １２０９ １８４５

３ 豆类 ６５５２ ７６５ ５９０ ９００

４ 植物油及其制品 ２１７ ６３９ ４９０ ７４８

５ 油料 １００ ２２７ ３４４ ５２５

６ 谷物 １２６２ ４１１ ３２３ ４９３

７ 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 １８２ ３１３ ２９８ ４５４

８ 半成品革 ０７４ ２５３ ２８７ ４３７

９ 水果及坚果 １４３ ２７６ ２４８ ３７９

１０ 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 ３７５ ３６２ １９９ ３０３

２０１４

１ 棉花 １１９ ２３３６ ２９７３ ５５２２

２ 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 ２０２ １４９６ １６３２ ３０３１

３ 水果及坚果 ２５５ １０５２ １１４９ ２１３４

４ 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 ４３６ １０８６ ８６４ １６０５

５ 植物油及其制品 ３０９ ７８６ ５４５ １０１２

６ 豆类 ６６９２ ６７７ ５２６ ９７６

７ 油料 １１３ ３９５ ４８１ ８９２

８ 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 ２６２ ５９８ ４７５ ８８１

９ 半成品革 ０９５ ３８９ ３４３ ６３９

１０ 麻纺织品 ０１２ ０９５ ２２６ ４１９

４２２　影响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的因素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水稀缺足迹上升的主要农产品按增幅排序依次为水果及坚果 (１７５５①),碾磨谷物及谷

物加工品 (１１８６),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 (１１５１),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 (５７８),油料 (３６７),
麻纺织品 (３３６),植物油及其制品 (２６４)和半成品革 (２０２).水稀缺足迹下降的主要农产品按降幅排序

依次为棉花 (２５３４)、畜禽产品 (２２８)和谷物 (１１３).影响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产品进口依赖度.２０１９年,棉花,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植物油及其制品,油料的水稀缺足迹

占据了当年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５６３１％.依据朱晶等的研究,棉花、谷物、油籽、植物油均是中

国自给率下降较快的大宗农产品种类[４５],对进口的依赖使得上述产品的水稀缺足迹比重较大.这意味着如若

这些产品因进口来源地的水资源匮乏而减产,将加大中国农产品供给保障的不确定性.因此,提升农产品自

给能力仍是确保中国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根本途径.
第二,进口农产品结构升级.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和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农产品进口结构升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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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单位为千米３ 世界当量,下同.



明显.一是在谷物、禽畜产品 (主要为整张生皮)等未加工农产品的进口水稀缺足迹下降的同时,碾磨谷物及

谷物加工品、半成品革的进口水稀缺足迹相应上升.二是水果和坚果等副食品,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等肉

类产品的进口水稀缺足迹显著提高.由于加工制成品的单位水耗通常高于原料产品,单位质量的动物产品水足

迹普遍高于农作物[４６],进口农产品的结构升级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农产品进口水稀缺足迹变动的重要原因.
第三,农产品进口来源国转移.由于农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的耗水量差异以及水稀缺程度的不

同,同品类进口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国转移也会引起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的显著变化.以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

品为例,其最大进口细分产品为籼米精米,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越南的供给占比由６０２９％下降至１７２４％,巴

基斯坦的供给占比由１０７３％上升到２５３９％.由于巴基斯坦种植籼米精米的单位蓝水耗费为３１６２米３/吨,

远高于越南的２３１米３/吨,加之巴基斯坦的水资源更为稀缺,导致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的进口数量下降的

同时,水稀缺足迹却在上升.

４３　进口来源地层面水稀缺足迹

４３１　进口来源地层面的水稀缺足迹演变趋势

为了揭示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来源地特征,本文按前述方法以相同的时间节点测算了各进口来

源地的水稀缺足迹占比,表２列示了相关年份水稀缺足迹占比排名前十的进口来源地,其相应年份水稀缺足

迹累计占比分别达到８９５３％、９１４３％、９１４６％、８９１０％和８３０５％,可以看出进口来源地层面的水稀缺

足迹集中度同样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并在２０１４年之后显著降低.
各主要进口来源地水稀缺足迹的演变轨迹如下:① 巴基斯坦的水稀缺足迹在 １９９９ 年位居第一位

(２６１２％),２００４年下滑至第九位 (１３０％),后稳步回升到２０１９年的第一位 (１９６６％).②美国始终居于

全部进口来源地水稀缺足迹的前三位,并在２００９年位居第一位 (２５５５％),但此后逐渐降至２０１９年的第三

位 (１０９３％).③澳大利亚的水稀缺足迹贡献度同样显著,位次一直居于前五,WSF占比最高为２０１４年的

２６４７％,最低为２００４年的１１０３％.④乌兹别克斯坦的水稀缺足迹由１９９９年的第四位 (５５５％)上升到

２００４年的第一位 (３４８８％),此后逐渐降至２０１９年的第五位 (６７７％).⑤哈萨克斯坦的水稀缺足迹在

１９９９年排名第五位 (５３１％),至２００９年已降到第十九位 (０３４％),并于此后逐步回升到２０１９年的第十位

(２４６％).⑥印度的水稀缺足迹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４年位居第六位,２００９年上升到第三位 (１５０４％),到２０１９
年下降至第六位 (５２５％).⑦泰国的水稀缺足迹在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徘徊在第五至第七位,至２０１９年降到第

十一位 (２１９％),尽管位次和占比下滑,但其水稀缺足迹上升.⑧伊朗的水稀缺足迹曾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

和２０１９年进入前十位,WSF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４１千米３ 世界当量上升到２０１９年的６１９千米３ 世界当量.⑨埃

及的水稀缺足迹位次均保持在前十位,WSF占比最高曾达到２００４年的第四位 (４８４％),２０１９年 WSF占比

排名第七位 (５０９％).⑩西班牙的水稀缺足迹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１４年排名第十位,２０１９年 WSF占比上升到第

八位 (３４５％).苏丹的水稀缺足迹２０１４年排名第七位 (２０８％),其 WSF占比快速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第

四位 (７１３％).除上述国家外,古巴、叙利亚、意大利、墨西哥和越南的水稀缺足迹也曾排名比较靠前,
但均未在２０１９年进入前十.

表２　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来源地特征

单位:千米３ 世界当量

年份 排序 国家
重量

占比/％
CWU

占比/％
WSF

占比/％
WSF 国家 排序 国家

重量

占比/％
CWU

占比/％
WSF

占比/％
WSF

１ 巴基斯坦 ３９３ １８０３ ２６１２ ３７４ ６ 印度 １３９ ８８８ ５１４ ０７４

２ 美国 ２６８７ ２３９１ １９８５ ２８４ ７ 泰国 ３８６ ９１１ ３８２ ０５５

１９９９ ３ 澳大利亚 ５７１ ８４５ １５５５ ２２３ １９９９ ８ 古巴 ２６５ ６６２ ３１５ ０４５

４ 乌兹别克斯坦 ０１１ ３０３ ５５５ ０７９ ９ 伊朗 ００８７ ２３８ ２８９ ０４１

５ 哈萨克斯坦 ０９１ ４９９ ５３１ ０７６ １０ 埃及 ００１ ０６７ ２１５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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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排序 国家
重量

占比/％
CWU

占比/％
WSF

占比/％
WSF 国家 排序 国家

重量

占比/％
CWU

占比/％
WSF

占比/％
WSF

２００４

１ 乌兹别克斯坦 ０６３ ２１５８ ３４８８ ２４４４

２ 美国 ３３２６ ３９６５ ２９０３ ２０３４

３ 澳大利亚 ７０６ ６８０ １１０３ ７７３

４ 埃及 ００６ １７２ ４８４ ３３９

５ 泰国 ４１５ ８９３ ３２９ ２３１

６ 印度 ０８６ ５０４ ２５７ １８０

７ 哈萨克斯坦 ０２９ ２１０ １９８ １３９

８ 叙利亚 ００５ １０７ １３７ ０９６

９ 巴基斯坦 ００６ １０２ １３０ ０９１

１０ 西班牙 ００８ １００ １１４ ０８０

２００９

１ 美国 ４４３２ ３０６４ ２５５５ １９６９

２ 乌兹别克斯坦 ０３１ １２６７ ２３３２ １７９７

３ 印度 １７３ ２５８７ １５０４ １１５９

４ 澳大利亚 １６８ ６３７ １１７５ ９０６

５ 巴基斯坦 ０１６ ４３７ ６３５ ４９０

６ 埃及 ００２ ０８５ ２７２ ２０９

７ 泰国 ２３０ ６４１ ２６９ ２０８

８ 意大利 ０２３ ０９１ １４９ １１５

９ 墨西哥 ００５ １０２ １４８ １１４

１０ 伊朗 ００２ ０８８ １０７ ０８２

２０１４

１ 澳大利亚 ３４１ １５４７ ２６４７ ４０３９

２ 美国 ３３０６ １９４３ １５０１ ２２９０

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０２０ ８３１ １４１７ ２１６２

４ 印度 １２０ ２３５４ １２６８ １９３４

５ 巴基斯坦 ０５７ ８５６ １１５５ １７６１

６ 泰国 ２１８ ６００ ２３４ ３５７

７ 苏丹 ０１０ １０９ ２０８ ３１７

８ 越南 ２４２ ３１９ ２０５ ３１３

９ 埃及 ００２ ０５０ １５０ ２２９

１０ 西班牙 ０２７ １０４ １２５ １９１

２０１９

１ 巴基斯坦 ０７１ １５６６ １９６６ ３６５２

２ 澳大利亚 １７３ １１９２ １８９８ ３５２６

３ 美国 １８８９ １５２０ １０９３ ２０３０

４ 苏丹 ０２７ ４０３ ７１３ １３２４

５ 乌兹别克斯坦 ０１０ ４２６ ６７７ １２５８

６ 印度 ０５４ １０４８ ５２５ ９７５

７ 埃及 ０１８ １８４ ５０９ ９４６

８ 西班牙 ０６７ ３０８ ３４５ ６４１

９ 伊朗 ００３ ３１７ ３３３ ６１９

１０ 哈萨克斯坦 ０７０ ２６６ ２４６ ４５７

４３２　影响进口来源国层面水稀缺足迹的因素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水稀缺足迹上升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按增幅排序依次为巴基斯坦 (１８９１①)、苏丹

(１００７)、埃及 (７１７)、伊朗 (５９３)、西班牙 (４５０)和哈萨克斯坦 (３３１).水稀缺足迹下降的主要进口

来源地按降幅排序依次为印度 (９５９)、乌兹别克斯坦 (９０４)、澳大利亚 (５１３)、美国 (２６０)和越南

(２２１).影响进口来源国层面水稀缺足迹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进口来源地的市场依赖度.中国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进口来源排名前五的美国、

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阿根廷对中国出口额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４５],这使得美国、澳大利亚长期在中

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来源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２０１３年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２０１８年以后的中美

贸易摩擦的加剧,加强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也带动了巴基斯坦、埃及、伊朗、哈萨

克斯坦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稀缺足迹上升.
第二,进口来源地的农产品水资源密集度.一是出口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和地区会相应形成较高的水稀缺

足迹,如水稀缺足迹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亚、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主要水稀缺足迹产品来源均为棉花、精梳棉、
棉籽等水资源密集型产品.二是相同产品在不同国家种植的水资源密集度差异也会导致单位水耗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产生大量水稀缺足迹.２０１９年,伊朗９８４６％的水稀缺足迹源于开心果.由于伊朗种植开心果的单位水耗高达１３３７４
米３/吨,远高于同年中国进口开心果的其他来源地美国(２１５８２４米３/吨)、巴基斯坦 (１５０９１８米３/吨)和土耳其

(７４３７７米３/吨),导致伊朗以００３％的进口数量占比产生了３３３％的蓝水消耗占比.
第三,进口来源地的水资源匮乏程度.从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水稀缺足迹上升较快的国家来看,全球２１２个

国家和地区的水稀缺因子位次②分别为巴基斯坦 (第１５３位)、苏丹 (第１７７位)、埃及 (第２００位)、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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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单位为千米３ 世界当量,下同.
位次与水资源匮乏程度成正比.



(第１３８位)、西班牙 (第１４０位)和哈萨克斯坦 (第１３０位),均为水资源匮乏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这也

意味着中国农产品进口对极度贫水的埃及和苏丹构成了较大的水资源压力,其未来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更可能

受到水资源脆弱性的制约.
第四,进口来源国地的产品转换.同一进口来源地的产品转换改变了产品水资源密集度,进而引起来源地

水稀缺足迹的变化.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水稀缺足迹产品来源均为棉花,但占比由２０１４年的

９４６４％降低至２０１９年的７２４９％,而葡萄干的占比上升到１２６２％,同期,泰国对中国水稀缺足迹的主要产品

来源由籼米精米 (单位蓝水耗费为５４１８９米３/吨)转化为天然橡胶 (单位蓝水耗费１０１０６米３/吨).由于主要

出口农产品向单位耗水量更低的产品转换,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的水稀缺足迹贡献度均有下降.

５　简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５１　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高细分度的农产品贸易数据研究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

性的影响效应,从演变轨迹、产品结构和进口来源地结构三个维度对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展开特征统

计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整体层面看,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呈现阶段性变化,从加入 WTO 到２００９年次贷危机

经历了第一个起伏期,在次贷危机后至２０１８年经历了第二个起伏期,并在２０１８年后再次呈现出反弹趋势,
样本期内的峰值出现在２０１２年.中国因进口农产品获得的节水效应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因进口替代缓解

的水资源压力小于带给进口农产品产地的水资源压力,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在水资源要素上存在着类似于

“列昂惕夫悖论”的现象.
第二,从进口产品层面看,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产品集中度呈现下降趋势,水稀缺

足迹占比排名靠前的农产品种类主要包括棉花,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水果及坚果,畜禽肉、油脂及食用

杂碎,植物油及其制品,豆类,油料,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半成品革和麻纺织品,谷物,上述产品的

水稀缺足迹贡献度总和超过９５％.由于棉花、谷物、油籽、植物油均是中国自给率下降较快的大宗农产品种

类,如因进口来源地的水资源匮乏而减产,将加大中国农产品供给保障的不确定性,提升农产品自给能力仍

是确保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根本途径.从各类产品水稀缺足迹的变动幅度来看:水果及坚果,碾磨谷物及谷物

加工品,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油料,麻纺织品,植物油及其制品,半成品

革的水稀缺足迹上升势头较强;棉花,畜禽产品和谷物的水稀缺足迹降幅较大.产品进口依赖度、进口农产

品结构升级和农产品进口来源国转移是影响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的主要因素.
第三,从进口来源地层面看,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来源地集中度显著降低,水稀缺

足迹占比排名靠前的进口来源地主要包括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美国、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埃及、
西班牙、伊朗、哈萨克斯坦、泰国和越南,上述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贡献度总和超过８７％.从各进口来

源地水稀缺足迹的变动幅度看,水稀缺足迹上升较快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苏丹、埃及、伊朗、西班牙和哈

萨克斯坦;水稀缺足迹降幅较大的国家包括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美国和越南.对进口来源地的

市场依赖度、进口来源地的农产品水资源密集度、进口来源地的水资源匮乏程度和进口来源国地的产品转换

是影响进口来源国层面水稀缺足迹的主要因素.

５２　趋势分析

产品层面和进口来源地层面的水稀缺足迹分析不仅有利于追溯水稀缺足迹的形成和变动原因,也是判断

未来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演变趋势的依据.
第一,中国因从巴基斯坦、美国、澳大利亚、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进口棉花、精梳棉、棉籽等高度

水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形成大量的水稀缺足迹,考虑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对棉花及其衍

生品的需求中有相当部分为引致需求.随着全球纺织品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东南亚和南亚的纺织服装产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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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崛起,不仅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份额被快速挤占,中国国内的纺织服装企业也在 “走出去”投资设

厂.因此长期来看,中国进口棉花及其衍生品的水稀缺足迹将会逐渐降低,相关产品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

迹也将下滑.
第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带动居民的膳食结构升级,肉类食品消费量快速增加,饮食也趋向多

元化[４７],反映在农产品贸易上,表现为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水果和坚果的进口规模增长,对动物性食

品的需求扩张还会连带形成对豆类中的大豆和谷物中的玉米等饲料粮食的进口需求,因此膳食结构升级可能

会推动相关产品的水稀缺足迹上升,同时欧盟、巴西等肉类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地,智利、泰国等水果和坚果

主要进口来源地,巴西、美国、加拿大等大豆和玉米主要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地位也将得到提升.
第三,中国小宗农产品种植分散,产业链条不完善,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且由于不涉及粮食安全问

题,未得到主粮作物补贴或价格支持等相关政策保障[４８].小宗农产品在进口贸易方面也未设置保护性措施,
自由化程度较高,现已全面处于净进口状态,并且进口量还将持续增加,因此杂豆、杂粮、油籽类小宗农产

品的进口水稀缺足迹还将保持上升趋势.巴西、美国、阿根廷、乌兹别克斯坦等干芸豆、干豌豆、干绿豆的

主要进口来源地,美国、乌克兰、加拿大等大麦、高粱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印度、乌克兰、俄罗斯、加拿大

等亚麻籽油、葵花籽油的进口来源地也存在水稀缺足迹增长的潜力.

５３　政策启示

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国在利用国际市场补缺国内供给,丰富产品种类的同时也在客观地消耗进口来

源地的淡水资源.为了缓解由此产生的水资源压力,避免因农产品产地水资源枯竭增加粮食、食品和制造业

农业原材料外部来源的不确定性,当前应积极实施以下策略.
第一,提升农产品自给率.持续推行粮食安全战略,把握农产品供给主动权,实现更高层次的供给保障

与安全体系.在水资源紧张的现实背景下,通过推广滴灌灌溉 (DripIrrigation)和亏缺灌溉 (DeficitIrrigaＧ
tion)等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突破农业生产的水资源瓶颈,显著增强棉花、谷物、油籽、植物

油等重点农产品品种的自给能力,从供给侧减轻对国外农产品的依赖.
第二,拓展海外水资源利用广度.当前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 “列昂惕夫悖论”现象表明,中国进口

来源地仍较多地集中于水资源匮乏国家,因此除了稳定与美国、澳大利亚等传统农产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联

系,也应拓宽海外水资源利用广度,积极从巴西、加拿大、马来西亚、俄罗斯、乌克兰等水资源较丰裕的农

业大国挖掘农产品进口来源,将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渠道由缺水地区转向富水地区,同时谨慎进口来自

埃及、苏丹等水资源极度匮乏国家的高水耗农产品.
第三,拓宽农业国际合作渠道.印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埃及、泰国和苏丹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是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重要来源地,在与上述国家深化贸易联系的同时,
也应拓宽农业国际合作渠道,加强农业技术交流和农田水利建设,增强其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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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aterScarcityFootprintofChinaAgriculturalProductsImport
YANGXiaoyun　DENGXiaoxia　DINGRuiyu

Abstract:Basedonthemicrocosmicagriculturalproductstradedatafrom１９９９to２０１９,thispaperstudies
theimpactofChinaagriculturalproductsimportontheavailabilityofwaterresourcesinimportsources,and
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sofChina’swaterscarcityfootprintofimportedagriculturalproductsfromthree
dimensionswhichareevolutionprogress,productstructureandimportcountrystructureTheresultsshow
thatthewatersavingeffectofimportedagriculturalproductsinChinahasbeenfluctuating,butthewater
stressrelievedbyimportsubstitutionissmallerthanthewaterstressbroughttothesourceofimported
agriculturalproducts,andthereisaphenomenonsimilartothe “Leontiefparadox”inChina’sagricultural
productsimporttradeintermsofwaterresources;from２０１４to２０１９,theagriculturalproductswiththetop
scarcityfootprintincludecotton,milledgrainsandprocessedgrains,fruitsandnuts,livestockandpoultry
meat,oilandgreaseandedible miscellaneous,vegetableoilanditsproducts,pulses,oilseeds,sugar,

processedsugarandsugarbyＧproducts,semiＧfinishedleather,hemptextilesandgrains;thetopimport
sourceswiththetop waterscarcityfootprintinclude Pakistan,Australia,the United States,Sudan,

Uzbekistan,India,Egypt,Spain,Iran,Kazakhstan,Thailand,and VietnamThispaperputsforward
somepolicysuggestions,suchasimprovingtheselfＧsufficiencyrateofagriculturalproducts,expandingthe
utilizationscopeofoverseaswaterresourcesandbroadeningthechannelsof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cooperaＧ
tion
Keywords:AgriculturalProductsImport;WaterScarcityFootprint;VirtualWater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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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农协在日本农业农村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发展经验一直受到学者们

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数量变动、会员发展、人员配置、资产损益入手,全面透视日本

综合农协组织及事业发展的变迁历程,客观总结综合农协可被学习的成功经验和值得

警醒的负面教训.同时立足中国正持续探索农民合作社发展之路这一背景,从路径选

择、动力来源、目标确立这三个层面入手,全面深入探讨综合农协对农民合作社的镜

鉴,提出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应拒绝综合化模式、培育专业化组织,坚持务

实和灵活、兼顾民主与效率;在动力来源上应发挥内部 “五自”功能、激发内生发展

动力,完善外部制度规范、注重多元外部支持,聚焦 “关键少数”、激活 “能人效

应”;在目标确立上应推进小农户现代化、助力农业现代化;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乡

村现代化,关注权益保护、维护农户利益.
关键词:综合农协;发展变迁;经验教训;农民合作社;镜鉴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３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初步形成了引导小农户走上现代农

业发展轨道的基本政策框架,发展农民合作社成为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关键方式.农民合作社

在组织带动小农户、激活乡村资源要素、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

成为引领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但也应看到,中国农民合作社

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诸如发展目标、动力来源、外部规范等关键性问题仍有待厘清,各方面的探索与实

践一直在持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０年７月在吉林考察时所指出的,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怎么走,我们一

直在探索.回顾党领导下的农村合作经济百年变迁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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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都一直在探索农民合作之路[１].由此可见,中

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之路的探索具有长期性,是基于国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

提升是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
如何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是中国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不少学者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外域,提出应善用

他山之石,合理借鉴国外农业合作的成功经验[２Ｇ７].在国外,农业合作历经百余年发展,形成了东亚、北美

和欧洲三种较为成熟且具代表性的典型发展模式.相较于北美和欧洲模式,以日本综合农协为代表的东亚模

式最为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其被认为是可以较好借鉴的典范,原因不仅在于日本人多地少、碎片化的农地

以及稻作农耕文化与中国农村存有较多相似之处,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与中国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相似,农业

生产的经营主体均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兼业农户[２].当前中国农村同过往的日本具有一定的阶段相似性,也

面临着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以老年劳动力投入为主、非农

收入为主、小规模经营的兼业农户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力量,农业经营效益亟待提升,城乡收入差距

有待缩小,而日本综合农协正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壮大并为解决上述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２].

冯昭奎和林昶在总结日本农协诞生与发展、组织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其功与过[３].徐祥临解读了日

本农协基本理论与经验形成的背景,对借鉴日本农协基本理论与经验发展中国 “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进行了综合分析[４].苑鹏在回顾日本综合农协发展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综合农协的发展经

验,探讨其对中国农民合作社道路的借鉴[２].藤荣刚等综合分析了日本农协管理理念与模式、经营业务以及近

几年所面临的问题,剖析了日本农协的发展新动向与面临的挑战,探讨其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启示[５].刘光辉

归纳了日本农协的发展历程和功能特点,通过对中日农业经济组织的比较,从时间、地点和措施三个层面提出

了发展中国农业合作组织的思考[６].周应恒等在总结日本农协发展现状和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指出日本

农协在规模、结构和运营机制等方面的新发展动向及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借鉴意义[７].
整体来看,上述研究已积累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已有文献大多对

日本综合农协发展历程着墨不多,很少从不同视角切入全面透视日本综合农协发展变迁的历程,这可能不利于

总结其发展的经验教训.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之一是从数量变化、会员发展、人员配置、资产损益四个层面

入手,较为全面地透视日本综合农协组织及事业发展变迁历程,以便从变迁中洞察其在日本农村经济社会中所

扮演角色的变化及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二是已有文献大多侧重关注日本综合农协的成功经验,对其发展过程中

暴露出的负面教训关注不多,这也导致后续的借鉴研究有待丰富.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之二是既关注日本综

合农协发展过程中可被学习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值得警醒的负面教训,进而从路径选择、动力来源、目标确

立三个层面入手,多角度深入地探讨日本综合农协对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镜鉴.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当下

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为新时代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

１　日本综合农协的概要、运营特色及历史沿革

１１　日本综合农协概要

日本综合农协① (JapanAgriculturalCoＧoperatives,简称 “农协”或 “JA”)是基层农民出于维护自身

利益、改善生产生活、活化乡村地区等目的,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的农民互助合

作组织.经过多年发展,综合农协已经成为日本国内组织基础最广泛、动员能力最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农

民互助合作组织.综合农协的愿景是通过人民共有、共建、共管和共享,发展农业生产经营,增强农户福

祉,活化农村社区.综合农协既是扎根农村基层的农民互助合作组织,又是具有特殊性质的法人,兼具群众

团体和工商企业双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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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日本,农协被划分为 “综合农协”和 “专业农协”.二者之间存有一定差别,后文会进行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综合农协”.如

无特殊指明,文中所出现的 “农协”或 “JA”,均指 “综合农协”或 “日本综合农协”.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综合农协形成了完善的 “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组织架构.如图１所

示,综合农协的三级组织架构自上而下、层层相扣、覆盖全面.在这三级组织架构中,起关键作用的机构分

别是中央层面的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都道府县层面的都道府县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市町村层面的地

域综合农协.其中,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是农协中央层面的综合性指导机关;都道府县农业协同组合中

央会是农协中央同地域综合农协之间的协调机构;地域综合农协是农协市町村层面的基层组织.此处应提及

的是,综合农协近年来展开的全面改革限制了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的部分权力,明确了都道府县农业协

同组合中央会的转型方向是自愿性团体,这些举措的最终目标是要增强地域农协活力和竞争力,适当减少地

域农协所受到的上级束缚.

图１　日本综合农协组织架构和主要事业

资料来源:参见農林水産省 「農協について」.

１２　日本综合农协运营特色

作为农民合作社的典范,综合农协的日常运营凸显互助、合作、民主等色彩,同时也蕴含较强的本土经

济、社会和文化特色,其运营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七点:一是自上而下,组织严密.综合农协相较于其他农业

合作组织,独具 “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完整的三级组织架构,内部信息沟通顺畅,中央与地方的协作

较为紧密,业务质量和执行效率较高.二是地域垄断,遍布全国.综合农协在成立之初采取 “包村制”的地

域垄断策略[８],即为避免内部无效竞争,在每个村落只允许拥有一家综合农协,村民基本全部加入其中,此

举在短时间内推动了综合农协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扩张.三是民主管理,进出自由.综合农协在日常运营中

坚持民主平等理念,以全体会员大会作为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一人一票、同票同权的 “人头表决制”,
允许符合条件的会员自由入会且退出成本极低.四是互助合作,非营利性.综合农协属于自愿互助的非营利

性组织,其日常经营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会员入股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利润分配,而是意在通过互助协

同来共同改善生产生活.五是分红限制,利益兼顾.综合农协允许将业务盈余以分红的形式下发会员,但基

于非盈利原则和自身发展考虑,坚持按照准备金、累计金、分红金和返还金四部分来具体分配每年净利润,
同时对股金分红率实行上限管制.六是业务全面,综合发展.综合农协自成立之初起就坚持综合化发展目

标,经过多年发展,已拥有指导、经济、信用、福利和共济五大事业部门,全面涵盖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

活相关的各领域,组织规模庞大.七是亲近政府,监督政策.综合农协是日本政府一手扶持成立的,发展过

程中享有政府诸多特殊优惠政策,在多数时刻均充当政府农业政策的推广者和践行者,也时常利用自身社会

影响力向政府施压,影响农业政策制定及执行.

１３　日本综合农协历史沿革

如表１所示,综合农协的发展阶段大体分为萌芽时期 (１８４３—１９２３年)、战时管制时期 (１９３２—１９４３
年)、战后发展时期 (１９４７—１９８２年)和全新发展时期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四个主要阶段[９Ｇ１１].在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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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为日后综合农协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战时管制时期,战时管理制度强

化了政府对各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监督和约束,受此影响日本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战后发展时期,综合农协于法律上宣告成立,并在政府大力扶持下朝着综合化方向快速发展;在全新发展

时期,伴随着日本国内农业产业转型和外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综合农协发展逐步暴露出各类问题,
内部改革陆续展开,迎来新生.

表１　日本综合农协历史沿革

发展阶段 年份 重要事件

萌芽

时期

１８４３
　日本民间金融组织 “报德社”兴起,主要运营领域涉及资金借贷、植树造林、贫者救助、奖励善行等

层面,对后来产业组合中的信用业务发展起到了借鉴推动作用

１８８１ 　日本农会宣告成立,旨在为日本农业发展和农村振兴提供指导和帮助

１８９５ 　日本农会更名为 “全国农事会”,旨在进一步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作用

１９００ 　 «产业组合法»颁布,产业组合在法律层面获得认可

１９０５ 　日本产业组合中央会成立,产业组合在全国层面加快普及

１９２２ 　 «新农协法»颁布,旨在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农户生产生活中的作用

１９２３ 　 «农林中央金库法»颁布,组建农林中央金库,为农民合作社提供金融培训

战时管制

时期

１９３２
　在战备环境下,先后发起 “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产业组合扩充五年计划”等

　成立经济更生委员会,制定经济更生计划,统筹农业生产,强化产业组合运营

１９４３ 　颁布经修订的 «农业团体法»,成立新的农林中央金库,将各产业组合统称 “农业会”

战后发展

时期

１９４７ 　在农业会解散的背景下,颁布 «农业协同组合法»,日本综合农协在法律意义上宣告成立

１９５１ 　颁布 «农林渔业组合重建整备法»,扶持农业和综合农协发展

１９５４
　在中央和都道县府这两个层面分别成立 “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旨在强化对综合农协经营的指导、
检查和监督,帮助综合农协渡过经营困难时期

１９６０ 　颁布 «农业基本法»,加快农田水利建设,优化综合农协功能发挥,推动农业发展

１９６１ 　颁布 «农业合并助成法»,自上而下推进综合农协整合重组,地域农协数量出现大规模缩减

１９７０ 　颁布 «综合农政的基本方针»,借助综合农协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１９８２ 　全国综合农协大会决议明确提出集落营农、组织活用等方针

全新发展

时期

１９９２ 　JA (JapanAgriculturalCoＧoperatives)作为日本综合农协新标志开始使用

１９９６ 　在粮食流通渠道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综合农协不再作为被唯一认可的大米流通代理者

１９９７ 　颁布关于重组强化农林中央金库及特定农业水产业协同组合信用事业的法律,推进整合,提高效益

２００３ 　综合农协经济事业发展面临困境,日本政府要求农协推动经济事业改革

２００９ 　综合农协准会员数量首次超过正式会员

２０１５ 　日本政府宣布参议院通过 «农业协同组合法»修订案,标志着综合农协全面改革拉开序幕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２　日本综合农协组织及事业发展变迁

２１　日本综合农协数量变化情况

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日本 “农业会”大范围解体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综合农协成立之初强调 “包村

式”发展模式[８],即要求农村大部分农户均加入农协,打造 “一村一农协”的体系,导致综合农协数量在成

立之初规模极其庞大.但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伴随综合农协步入经营不善时期,农协内部随之完成了一轮小

规模的裁撤合并.同时,日本政府为解决综合农协 “量大效低”的弊端,于１９６５年颁布 «农协合并助成

法»,采取行政主导模式推动综合农协整顿合并,导致综合农协整体数量出现大幅下降,单个综合农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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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长[１２].步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伴随着日本农业现代化基本完成,加之综合农协经历综合化发展后渐

显机构臃肿、人员冗余之态,农协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导致其内部出现了新一轮大规模整合,整体数量

再次锐减.如表２所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日本综合农协数量为６７２家,较１９５０年下降了９４９％,且仍处

于裁撤整合进程中.

表２　１９５０—２０１８年日本综合农协数量变动情况

单位:个

年份 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综合农协数量
１３３００
(—)

１２０５０
(－９４％)

６０４９
(－４９８％)

４５２８
(－２５１％)

３５７４
(－２１１％)

１３７４
(－６１６％)

７４５
(－４５８％)

６７２
(－９８％)

　　资料来源:根据 «農業協同組合及び同連合会一斉調査»整理归纳.表３至表６同.
注:括号中的百分数系相较于前一阶段的变动幅度.表３同.

２２　日本综合农协会员发展情况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的日本农地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创造出了大批自耕农和大量自耕地,农村社会由此

取得稳定局面,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同期,日本政府通过颁布 «农业调整法修正法案»«农业基本法»
等法律,不断增强对农业的扶持力度[１３].在这一背景下,综合农协会员①数量在成立之初就出现了强劲增

长,至今仍然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如表３所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综合农协拥有会员数量１０４９万人,较

１９５０年增幅为４９６％.从会员类型上看,近年来综合农协准会员数量迅速增加,准会员的数量不仅已经超

过正式会员,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综合农协拥有４２４７万正式会员和６２４２万准

会员,准会员数量占全部会员数量的比重为５９５％;较１９５０年,正式会员数量减幅为３４１％,准会员数量

增幅为９９８９％,准会员占全部会员的比重则从不足８１％攀升至５９５％.

表３　１９６０—２０１８年日本综合农协会员数量变动情况

单位:千人

会员数量变动情况 １９５０年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８年

会员数量
７０１３
(—)

６５３６
(－６８％)

７２７６
(１１３％)

７８８５
(８４％)

８６０９
(９２％)

９１０９
(５８％)

９６９４
(６４％)

１０４９０
(８２％)

准会员数量
５６８
(—)

７５６
(３３１％)

１３８７
(８３５％)

２２４４
(６１８％)

３０６５
(３６６％)

３８５９
(２５９％)

４７２０
(２２３％)

６２４２
(３２２％)

正式会员数量
６４４５
(—)

５７８０
(１０３％)

５８８９
(１９％)

５６４１
(－４２％)

５５４４
(－１７％)

５２４９
(－５３％)

４９７４
(－５２％)

４２４７
(－１４６％)

准会员数量占全部

会员数量的比重

８１％
(—)

１１６％
(４３２％)

１９１％
(６４６％)

２８５％
(４９２％)

３５６％
(２４９％)

４２４％
(１９１％)

４８７％
(１４９％)

５９５％
(２２２％)

平均每个综合

农协会员数量

０５２７
(—)

０５４２
(２８％)

１２０３
(１２２０％)

１７４１
(４４７％)

２４０９
(３８４％)

６６３０
(１７５２％)

１３０１２
(９６３％)

１５６１０
(１９９％)

２３　日本综合农协人员配置情况

业务综合性是日本综合农协的发展定位之一.综合农协的日常业务涵盖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生

活各领域,以农村社区为基础向会员提供农业生产物资采购、农产品统一销售、农业生产经营指导、基础

性金融业务、健康医疗保健等综合性服务.在综合农协不同发展时期,各部门职员配备的数量和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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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综合农协的会员分为正式会员和准会员两种.从入会门槛上看,正式会员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或农业经营法人;但准会员

则不受此限制,一般在该农协行政区划内的居民或同综合农协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的居民或法人均可自由申请加入.从权利享有上看,正式会员

和准会员同样享有综合农协提供的信用事业、福利事业和共济事业等服务,但指导事业和经营事业服务以及对综合农协事务的投票表决权唯有

正式会员才能获得.



也呈现明显差异.如表４所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综合农协各部门共计拥有１９５５万职员,较１９７０年,
减少了５１９万人;其中,采购、信用、销售、指导、共济、其他部门分别配置的职员人数为３５３万人、

５２６万人、１６０万人、１４８万人、３６２万人、４０６万人,较１９７０年,除共济部门职员数增加了２４６万人

外,各部门分别减少了３６２万人、０６２万人、０２５万人、００７万人以及３０８万人.整体来看,近年来综

合农协职员数量经历了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在信用事业稳步改革的背景下,该部门职员人数出现小幅下

降,但职员占比小幅攀升;在共济事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该部门职员人数出现了快速增加,职员占比仅次

于信用部门;在采购和指导功能日渐弱化的背景下,这两个部门的职员数量也在不断下滑,采购部门职员占

比下滑尤为明显.

表４　１９７０—２０１８年日本综合农协各部门职员数量变动情况

单位:万人

部门职员数量变动情况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８年

采购部门
７１５

(２８９％)
９１４

(３１９％)
９８８

(３３２％)
７９７

(２９６％)
４７０

(２１３％)
３５３

(１８０％)

信用部门
５８８

(２３８％)
７５５

(２６４％)
７７２

(２５９％)
６９２

(２５７％)
５８６

(２６６％)
５２６

(２６９％)

销售部门
１８５

(７５％)
１９６

(６９％)
１９３

(６５％)
１７９

(６７％)
１６４

(７４％)
１６０

(８１％)

指导部门
１５５

(６３％)
１８７

(６５％)
１８９

(６４％)
１６２

(６０％)
１４５

(６５％)
１４８

(７５％)

共济部门
１１６

(４７％)
１７３

(６１％)
２２９

(７７％)
３３８

(１２６％)
４０１

(１８２％)
３６２

(１８５％)

其他部门总和
７１４

(２８９％)
６３８

(２２３％)
６０３

(２０３％)
５２３

(１９４％)
４４１

(２００％)
４０６

(２１０％)

职员合计
２４７４
(１００％)

２８６４
(１００％)

２９７５
(１００％)

２６９２
(１００％)

２２０１
(１００％)

１９５５
(１００％)

　　注:括号中的百分数系各部门职员占全部职员的比重.

２４　日本综合农协资产损益情况

从资产规模变动情况来看,伴随着近年来综合农协业务发展逐步多元,其资产规模增长迅速.如表５所

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综合农协资产总额约为１１３８万亿日元;其中,信用事业资产约１０５４万亿日元,共

济事业资产７９亿日元,经济事业资产约１２万亿日元,固定资产约２８万亿日元,杂项资产２６８５亿日元,
其他资产４１万亿日元.较１９９３年,综合农协资产总额增加了约３７５万亿日元,其中,信用事业资产增加

了约３４９万亿日元,共济事业资产减少了９７６亿日元,经济事业资产减少了７０４９亿日元,固定资产增加了

２９９９亿日元,杂项资产减少了１０１８亿日元,其他资产增加了约３１万亿日元.整体来看,近年来综合农协

内部资产构成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信用事业资产占比长期处于绝对多数,共济事业资产占比极小且长

期不变,但经济事业资产占比则出现了大幅下降.

表５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年日本综合农协资产规模变动情况

单位:亿日元

资产规模变动情况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

信用事业资产
７０５２６８
(９２３％)

７２００５６
(９１５％)

７７７４０４
(９１７％)

８５０５３４
(９２１％)

９３０６６２
(９１９％)

１０５４４８６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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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资产规模变动情况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

共济事业资产
１０５５
(０１％)

４８３
(０１％)

５００
(０１％)

８６８
(０１％)

９８９
(０１％)

７９
(００％)

经济事业资产
１９２５９
(２５％)

１６２７７
(２１％)

１２８９１
(１５％)

１３３１３
(１４％)

１３０１７
(１３％)

１２２１０
(１０％)

固定资产
２５１４１
(３３％)

３１６８７
(４０％)

３３５１６
(４０％)

３０４２７
(３３％)

２８９２３
(２９％)

２８１４０
(２４％)

杂项资产
３７０３
(０５％)

４２７０
(０５％)

３８６５
(０４％)

２６８３
(０３％)

２２８６
(０２％)

２６８５
(０２％)

其他各类资产总和
９５６８
(１３％)

１４４９９
(１８％)

１９１８３
(２３％)

２５２７５
(２８％)

３７０６４
(３６％)

４１０５５
(３７％)

资产合计
７６３９９４
(１００％)

７８７２７２
(１００％)

８４７３５９
(１００％)

９２３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２９４１
(１００％)

１１３８６５５
(１００％)

　　注:括号中的百分数系各项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

从利润收益变动情况来看,伴随着近年来综合农协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增多,其业务运营压力凸显,整体

利润收益出现逐年下滑的态势.如表６所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综合农协各项事业利润共计约１９１万亿日

元;其中,信用事业利润７６４２亿日元,共济事业利润４６４１亿日元,采购事业利润２８２８亿日元,销售事业

利润１４７４亿日元,其他各类事业利润总和２７６８亿日元,指导事业亏损２３５亿日元.较１９９３年,综合农协

各项事业利润总和下滑了４２４３亿日元,其中,信用事业利润下滑了５１７亿日元,共济事业利润下滑了６８８
亿日元,采购事业利润下滑了４１６４亿日元,销售事业利润下滑了１５５亿日元,其他各类事业利润总和增加

了１５１６亿日元.整体来看,综合农协内部各不同事业间的利润收益差异化较为明显.信用事业、共济事业和

采购事业是综合农协三大利润来源;其中又以信用事业和共济事业的利润收入最为稳定,而采购事业利润在

近些年出现了大幅萎缩,以致形成了信用事业和共济事业二者利润总和约占综合农协全部利润额２/３的局

面.此外,指导事业则是综合农协唯一出现亏损的业务.

表６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年日本综合农协利润规模变动情况

单位:亿日元

利润规模变化情况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

信用事业利润
８１５９

(３４９％)
８３５７

(３６３％)
７３３３

(３５３％)
７３７７

(３８５％)
７８１６

(４１７％)
７６４２

(３９９％)

共济事业利润
５３２９

(２２８％)
５８０４

(２５２％)
５６３７

(２７２％)
５０９４

(２６６％)
４７２２

(２５２％)
４６４１

(２４２％)

采购事业利润
６９９２

(２９９％)
５８５７

(２５４％)
４７９０

(２３１％)
３７９１

(１９８％)
３２８２

(１７５％)
２８２８

(１４７％)

销售事业利润
１６２９
(７０％)

１４８３
(６４％)

１３５５
(６５％)

１３２４
(６９％)

１３８７
(７４％)

１４７４
(７７％)

指导事业利润
—

(—)
—

(—)
－２６８
(—)

－２３２
(—)

－２２３
(—)

－２３５
(—)

其他各类事业

利润总和

１２５２
(５４％)

１５４３
(６７％)

１８９８
(９１％)

１８１３
(９５％)

１７７６
(９５％)

２７６８
(１４５％)

总利润
２３３６１
(１００％)

２３０４４
(１００％)

２０７４５
(１００％)

１９１６７
(１００％)

１８７６０
(１００％)

１９１１８
(１００％)

　　注:括号中的百分数系各项事业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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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日本综合农协发展变迁的经验教训

３１　日本综合农协发展的成功经验

３１１　把握农户市场利益平衡,寻找自身发展根本动力

综合农协自成立以来,坚持践行互助合作理念,始终将维护农户利益同市场实际需求有机结合作为自身

发展的根本动力,逐步成为农民群体名正言顺的利益代言人.在 “东亚奇迹”期间,日本国内农业发展迅

速,全国有近１/３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经营[１４].在这一背景下,综合农协积极发挥组织和职能优势,不断扩

大社会影响力,充当政府和农户之间沟通的桥梁,采取意见反馈、舆论宣传等多种手段督促政府在制定农业

政策时较为充分地考虑农户切身利益;同时,综合农协又作为政府部门及相关农业部门的重要抓手,全力贯

彻落实农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为农业农村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此外,综合农协也着眼于市场需求变化,
积极开展良种培育、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等各类公益性支农项目,着力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３１２　致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局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初期的城市化阶段,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加速城市化时期,综合农协始终致

力于推动政府制定更为公平、平等和高效的城乡协调发展政策,强调通过立法保障、行政监管等方式来确

保城市化进程中农户利益不受损害,同时要求政府制定更为完善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计划来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得益于综合农协的不懈努力,在日本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户收入迅速增加,农户兼业化程

度稳步攀升,兼业收入日渐成为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未出现明显扩大,反而

呈现逐步缩减的趋势;同时,以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障为支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并开始得到迅速

普及,基本实现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１５].整体来看,在日本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综合农协在统筹

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也由此避免了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造成的城乡二元割裂、农村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３１３　兼具推广监督双重角色,助力政策推广强化监督

综合农协的成立和发展离不开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其长期享有政府诸多特殊政策,同政府联系密切,
扮演着政策推广者的角色,肩负着将日本农业农村政策具体落实到基层的重任.在日本,综合农协拥有 “政
府别动队”这一称号[８],即日本政府所颁布的农业农村政策,基本都要依靠综合农协组织的力量来落实完

成;即便是财政支农资金的实际使用,同样也主要交由综合农协负责发放到具体村落和农户手中.统计数据

显示,为借助综合农协独有的优势提升政策支农效果,日本政府向其拨付的农业预算曾占到国民经济总投资

的１/５,创下国际记录[１６].尽管在近年来专业化农业支农体系日益完善和综合农协全面改革铺开的背景下,
此项预算占比逐步下滑,但通过发挥综合农协优势提升政策支农效果仍然是日本政府落实农业农村政策的重

要方向选择.从另一方面看,综合农协也扮演着强有力的监督者角色.综合农协秉承 “为民监督”的理念,
通过多种渠道密切关注日本政府农业和农村政策动向,及时纠偏纠错,确保政策落地不走偏、不走样.同

时,综合农协通过公开组织农民参与农业农村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以及政策性支农项目申报,等同于引

入第三方机制来推动涉农政策流程和农村公共财务 “阳光化”,有助于避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权力寻租或效率低下等问题,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施政环境下政府面临的 “裁判员困境”,有助于解决行政

权力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１７].

３１４　聘任乡村精英担任理事,注重挖掘精英桑梓情怀

综合农协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把握住了外流乡村精英实现理想后心怀感恩、情系故土、报效家乡的桑

梓情怀.乡村精英是传统乡村社会的领头羊,对乡村中各种能量的转换和有效渗透起着十分重要的动员、协

调和制约作用.综合农协有针对性地网罗了一批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较为活跃的外流乡村精英,
通过邀请启用乡村精英担任理事,凝聚精英之力来改善农协日常运营管理、促进乡村社会良性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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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农协尤其注重发挥已在农业生产经营事业上取得一定成绩的乡村精英的作用,邀请他们在农业生产、技

术和经营等方面给予农民指导支持,这有助于将相关经验成果迅速转化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尽管外

流乡村精英在社会地位、财富数量、职业类别等方面同本土农户存在较大差异,但二者间具有的地缘相近、
血缘相连和情缘相系等独有优势却难以被磨灭,这种优势叠加外流乡村精英普遍具有的较强的服务意识与参

与意识,有助于帮助外流乡村精英获得本土农户的真心拥护和支持,进而提高综合农协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此外,从双方资源互补角度看,外流乡村精英在综合农协任职期间,也能够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丰富实践经

历,拓展社会资本,提高知名度,有助于其未来获得更好的发展,这亦是典型的 “双赢”结局.

３２　日本综合农协发展的负面教训

３２１　整体发展离农化,传统业务陷入困境

伴随着综合农协逐步朝着综合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其业务运营出现了偏离主业的现象,主营业务非农

化、逐利化趋势明显.从部门间雇员配置比这一指标即可看出,金融业务部门已是综合农协内部职员数量最

多的部门,综合农协 “离农化”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综合农协在传统业务发展上也面临困境.在过

往,综合农协凭借政府赋予的农产品统销和农资统购特权,一举成为日本国内农业最大的供销采购集团.但

伴随着近年来农产品销售渠道和农资采购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纯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以及社会资本加速涌入农业领域,综合农协经济事业长期倚赖的供销统购模式逐步难以维持,农产品价格虚

高但农户未获实惠、农资采购价同市场零售价倒挂等问题长期悬而未解,甚至已经出现了农户主动脱离综合

农协的现象.

３２２　参与会员异质化,组织内部矛盾凸显

近年来,在综合农协准会员和正式会员所拥有的权利逐步趋同①、兼业农户数量不断增加、部分农户

“脱农化”的背景下,加之农协朝着综合化方向迅速扩张,导致准会员数量迅速增加.究其原因,部分农户

因失去农地等因素而出现 “脱农化”,致使其由正式会员降格为准会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准会员数量增

加;但更重要的因素则在于大量非农居民出于享受综合农协所提供的信用、保险和健康医疗服务而选择加入

其中,导致准会员数量迅速增加.已有研究表明,非农居民以准会员身份选择加入综合农协的目的多在于享

受其提供的信用、保险和健康医疗等服务,并不关心传统事业的发展情况[１８].尽管当前综合农协管理层对此

采取回避姿态,但准会员和正式会员二者间明显存在的差异化利益诉求已经导致综合农协统一的价值导向和

发展理念受到威胁,致使综合农协不可避免地面临结构性割裂之痛.与此同时,伴随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农

协组织内部各类矛盾也逐渐显现,集中表现在体制官僚且僵化.例如,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自诞生之日

起便不断集权,借助政府赋予其指导监督的权力,频繁利用各类指令干涉地域综合农协运营,致使地域综合

农协自主发展权受到严重压制,造成地域综合农协在实质上已成为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的附庸.这一情

况直至农协全面改革才有所缓解,但要彻底解决尚需时日.

３２３　组织趋向保守化,阻碍农业改革推行

综合农协基本覆盖日本所有农户,会员规模庞大,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在这些年的发展中,综合农协基

于维护组织地位和利益,逐渐趋于保守封闭,在与其利益攸关的改革领域长期持保守消极态度.在日本农业

政策制定上,综合农协不断借助自身社会影响力影响政坛格局,以确保组织吁求得到落实.出于避免会员数

量下降的目的,综合农协采取多种方式阻碍农地流转,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劝说、挽留弃耕抛荒农民继续保有

土地,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此外,综合农协长期坚持要求政府实行非理性化农业支持和过度贸易保护政

策,阻碍、拖延政府推行农业补贴政策改革,致使日本农业过度保护问题长期悬而未解,也挤压了日本国际

贸易政策的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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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综合农协的准会员和正式会员所拥有的权利差别仅在于准会员无法享有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指导和农业经营服务以及对农协事务

不具投票表决权.有必要指出的是,基于同权平等的目的,２０１５年８月开始的新一轮日本农协改革提出综合农协的准会员也可以对农协事务拥

有投票表决权.



４　日本综合农协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的镜鉴

４１　农民合作社发展路径选择

４１１　拒绝综合化模式,培育专业化组织

综合农协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成立.彼时日本农村经济社会高度同质化和均质化,农民生产自主性和能

动性低,农村金融体系条块化,农村资源市场流动性差,农村基层各经济主体的需求差异小,且对于能够提

供综合化服务的互助合作组织的需求大.反观中国,伴随着近年来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长期以农为本的农

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加速分化和重新组合,农户分化加剧、市场高度开放、金融创新深化、资本下乡加速已

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农村基层各经济主体的需求差异较大;从另一层面看,尽管当下

兼业农户依然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力量,但结合近年来相关政策走向以及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迅猛发

展的势头可以看出,兼业农户向专业农户发展已是大势所趋.由此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及未来

走向相较于日本综合农协成立之时的状况而言,二者差异甚大.
有鉴于此,农协综合化发展模式已不适合作为中国农民合作社未来发展的方向.进一步看,虽然中国目

前不存在农协这类大型综合化农民合作社,但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基于地域

特色和资源优势,专注于发挥特定或特色组织功能并取得了较好成效的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基于此,中

国农民合作社在未来发展中可以考虑以组织功能专业化作为主导方向,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差异,
确立各具特色的发展方向,强化相应功能.例如,在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土地碎片化的地区,适宜发展

精细化优质农业,该地区农民合作社在发展中应尽可能强化技术支持、社会化服务、市场渠道联结等功能,
助推农产品和服务融入城市中高端消费市场;而在幅员辽阔、人口密度小、人均耕地面积大的地区,适宜发

展规模化种植,该地区农民合作社在发展中应尽可能强化土地流转服务、农田设施建设、技术支持等功能,
以助推土地流转,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农业规模化效益.

４１２　坚持务实和灵活,兼顾民主与效率

综合农协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于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也能够较为妥

当地处理组织内部的民主和效率问题.综合农协会员大会负责制定组织章程和经营方针等重大事项,理事会

负责执行会员大会决议,监事会负责监督理事会工作,三大管理机构各司其职,管理人员均实施公开招考聘

用制,杜绝了 “裙带关系”等问题.此外,综合农协在坚持 “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和表决权的同时,也强调

理事选拔的 “专业性”.地域综合农协必须遵循 “理事过半”的原则,即理事会成员中的半数必须由经过审

核认定的农业者或辖区内富有经验的相关行业从业者组成,以保证相关决策的专业性.中国农民合作社作为

农户自发组建的基层互助合作组织,天生具有追求民主的制度属性;但与此同时,农民合作社又属于经济组

织,也必然天生具有追求效率的制度属性.这种兼具双重制度属性所导致的矛盾应如何处理,即农民合作社

在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兼顾民主与效率,必然是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均已表

明,农民合作社在运行中能否做到成员权利均等、相关机制运作是否符合合作组织的本质规定等极为重要;
但与此同时,也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具体制度环境和成员特性对这一问题的影响[１９Ｇ２２].结合国情因素可发现,
中国现有农村制度环境所凸显的体制性问题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明显存有一定约束,且此类体制性问题难以

在短期内解决;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前中国多数普通农户的自身素质尚不足以支持其较好地参与经营管理和重

大事项决策,且多数普通农户选择参与农民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多在于获得更多的实际经济利益,而非农民合

作社管理决策权的归属以及相关机制运作是否完全符合合作组织的本质规定.
有鉴于此,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涉及组织内部民主和效率问题处理时,可以考虑在结合地方

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秉持更加务实严谨的理念,强调集体利益至上、务实重行、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在信

息公开、流程透明的基础上,基于扩大农民合作社所有成员共同利益这一原则,在组织管理决策权的归属以

及相关机制运作上坚持成员大会最高决策权同理事会成员 “能人治理”灵活结合,强调灵活变通,让内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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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更具张力,避免无谓的内耗,转而更加关注农户是否真正获得切实利益.此外,要重视发挥监事会在财务

管理方面的监督职能,重点围绕农民合作社内部财务计划、利润分配、薪酬绩效、项目承包等展开检查,亦

可考虑推行理事成员离任审计制度.

４２　农民合作社发展动力来源

４２１　发挥内部 “五自”功能,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综合农协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充分展现了自发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尤其强调农户的 “五自”,即

“自我服务、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奉献”.这有助于农户走出因受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浪

潮冲击而陷入的 “原子化”孤立和封闭状态,强化了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横向和纵向联系,帮助农户获

得了更强的胜任感和个人效能感.反观中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运动未能真正发挥 “五自”功

能,致使其不久即陷入了利益困窘;直至近年,农民合作社本土化的探索与实践才取得了一定成果.历史已

经证明,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农户对合作组织概念认识不足、本质把握不清、观念意识滞后

等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农户 “五自”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
有鉴于此,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考虑着重强调内部 “五自”功能的发挥,将其作为组织

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具体来看,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自发组成的互助合作组织,在发展中尤其要重点发挥

自我奉献功能.如果组织成员,尤其是组织领导者缺乏互助、奉献和诚信等精神,组织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陷

入停滞甚至倒退;同时也应强调自我组织功能,农民合作社应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发挥会员大会、理事会和

监事会的应有功能,以便更好地发挥作为农户整体代表的身份,强化同外部各经济体的沟通协调,发挥协同

效应,保障农户权益.

４２２　完善外部制度规范,注重多元外部支持

综合农协发展至今,日本政府在重视予以政策支持、注重发挥政策的导向性和灵活性作用之外,制度规

范也始终不曾缺位.一系列指导性、约束性、激励性和规范性制度的先后确立与不断完善,成为综合农协稳

健经营的基石和保障,帮助综合农协走出了一条健康发展之路.反观中国,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通过多种

手段和渠道积极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但这些手段多属于政策层面措施,尤以财税金融政策居多,而涉及制

度规范层面的措施则明显较少①.相较于制度规范,政策措施的严格性、稳定性和程序性均较弱,难以有效

调和某些利益冲突,解决 “模糊地带”的难题,而且伴随着组织不断向前发展,这一弊端必然愈加凸显.与

此同时,受中国经济社会结构 “制度嵌入”这一特点的局限[２３],规范化不足的政策措施也容易频繁导致农民

合作社边界泛化,偏离发展导向.
有鉴于此,可以考虑通过优化制度环境来为农民合作社提供多元的外部支持,除继续采取政策扶持之

外,可通过完善或出台更具可操作性的激励性和规范性制度,从制度规范着手引导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发展.
当下外部制度规范的重点是解决合作社盈利分配机制僵化、分配过程不规范以及监管职能分散、监管手段与

责任错配、内外部审计制度缺失等关键性问题,这有助于消除市场各经济主体由于对制度预期存在分歧而出

现的行为差异,明确各利益相关方权责和行为边界,消弭 “灰色地带”.

４２３　聚焦 “关键少数”,激活 “能人效应”
综合农协较好地把握住了地方农村能人服务农村的真挚情怀和外流农村精英报效家乡的桑梓情怀,通过

聘请当地农村能人或在外农村精英在综合农协内部担任职务,既增强了组织能量、提高了组织凝聚力,又解

决了综合农协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本土带头人的问题.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

这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下,农村精英和人才外流严重,在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缺乏中坚力量、农村传统文化日渐

式微的同时,也致使政府制度嵌入同现实农村难以有效衔接,引发农村产业危局和社会治理困境.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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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新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发布已逾三年,但其主要是对合作社外部监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仍

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政府越发重视农村发展中的人才培育和引进,多次强调发挥新乡贤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积极作用.相较

而言,地方农村能人和外流乡村精英具有观念新、见识广、能力强等优势,是农村新兴产业技术的推广者、
新生活方式的示范者和新就业机会的创造者,且多数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能

够发挥较强的引领示范作用,是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有力带头人.
有鉴于此,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考虑注重农村内部 “能人效应”的发挥,寻找拥有较强经济

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且具有一定奉献精神的农村能人或外流农村精英进入组织担任一定职务,以此来

增强组织能量以及成员间的信任度、凝聚力和活力,助推农民合作社发展壮大.政府则应创新人才流动机

制,积极推动外流农村精英回归与基层精英资源整合,注重加强农村能人的能力建设与成长环境营造,从技

术、管理等层面强化对农村能人的培育力度,尤其是要注重弥补短板,重点强化对其进行现代经济管理技术

培训;从资金、技术等层面强化对农村能人创业活动的支持,为农村能人创业创新、创造新就业机会带来便

利;从组织管理和功能发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服务等方面优化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为农

村能人融入和带领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有必要指出的是,政府也应重视提升农村能人的社会责

任感,在强调奉献精神的同时也要求其应兼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均衡,明确公私边界.

４３　农民合作社发展目标确立

４３１　推进小农户现代化,助力农业现代化

综合农协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借助规模效应增强纽带联结作用和影响力,通过整合渠道、技术、资金等资

源,有效解决了农户受限于 “原子化”这一客观状态而难以融入市场经济的难题,促进了资源要素集聚,推动

了小农户生产经营现代化.反观中国,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在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

合作社作为市场条件下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组织形式,秉承 “互助合作”理念,坚持

“三农”服务方向和市场经济原则,在推动小农户生产经营现代化进程中成效明显,在未来将发挥更大作用.
有鉴于此,中国农民合作社有必要继续坚持推进小农户现代化这一发展方向,通过进一步整合优化资

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扶持引导农民合作社发展,充分发挥其组织优势,强化支农服农功能,用推进小农

户现代化来带动中国农业整体现代化.考虑到现阶段农民合作社在发展中普遍面临信贷约束难题,可重点从

金融支持入手,加快构建起能够凸显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特色的新型农业金融体系,如创设专为支持农

民合作社发展的区域性专业化金融组织,或借助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来撬动社会资本,构建多方资金联动机

制,破解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困境,以此来补足短板,提升农民合作社的 “木桶容量”;亦可

考虑从推广科研技术、完善产业链等角度入手,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推动设备升级、细分消费市场、完善

“产地—餐桌”的全产业链可追溯系统等来强化组织整体功能发挥,打造和升级更加适应市场化经济环境的

农民合作社,以助力小农户生产现代化,凝聚现代农业发展内生动力.

４３２　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乡村现代化

综合农协作为兼具地域性、社区性和综合性特点的基层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本着共有、共建、共管和共

享的理念发展农业生产经营,增强农户福祉,活化农村社区,较好地解决了日本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凋

零和衰败问题,推动了农村振兴.反观中国,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农村发

展不充分是最大的发展不充分.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新时代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

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走共同富裕之路.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 “乡村”而非 “农村”,
且不再提倡 “统筹城乡发展”转而强调 “城乡融合发展”,这表明中国城乡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变革,乡村与

城市将处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且将继续保持不同于城市的独有价值,这也意味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除了继续强调经济发展、共同富裕之外,将会更加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及社会进步.农民合作社作为农业

经济新主体、农业生产新模式、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能够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升级、改善农村面

貌,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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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应致力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实现乡村现代化,其应发

挥自身作为 “桥梁和纽带”的优势,强化内联外引,扩大多方合作,在保障农户权益的前提下联合各相关

方,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服务农村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此同

时,农民合作社也可结合地方实际和自身特色,通过强化成员间利益联结、宣传先进文化、组织敬老爱幼等

互助活动来端正成员集体态度、强化成员集体意识、改善农村风气、提高乡村文明,进而实现活化乡村社会

关系、激活乡村社会内生资源,助推乡村现代化.

４３３　关注权益保护,维护农户利益

综合农协成立以来,长期致力于维护农户权益,除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发挥统合力量以强化农户话语权

外,更是善于发挥组织优势,频繁通过宣传呼吁和政策建言,督促政府制定更加公平的城乡发展政策,确保

城乡居民的资源享有和机会获得均等化,有力保障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平,避免了城乡两极分化和社会

阶层撕裂.反观中国,近年来,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深入推进,工商业资本下乡已成常态,也由此导致单一

农户和涉农企业之间资本实力不对等、市场信息不对称等情况普遍存在,并出现了部分涉农企业通过牺牲农

户利益来增加自身回报的现象,而农户对此往往无能为力.历史已经证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以农户为

主体、自发组成的互助合作性基层经济组织,在维护农户自身利益、推动城乡差距缩小和维护乡村社会和谐

等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优势.
有鉴于此,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发挥 “农户利益代言人”这一角色,更加关注农户权

益保障和农户维权问题,通过发挥自身的 “桥梁和纽带”功能,积极反馈基层实际难题、传递基层农户声

音,成为政府和农户之间的 “传声筒”,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农业政策建言献策,尤其是要督促政府出台

相关政策以切实保障 “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杜绝非自愿、强迫性的土地流转以及借 “集约化” “专业化”
等名义侵害农户利益的现象.当农户权益面临侵害时,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也应及时发挥组织优势,采取居中

协商、协助采取法律诉讼等方式,积极维护农户合法权益,尽可能保护农户利益不受侵害.同时,农民合作

社也要做好对相关政策执行效率的监督,扮演好政策意见反馈者的角色,及时做好政策反馈,并能够结合基

层实践,对不合理的政策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５　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纵观综合农协百余年的发展变迁,不难发现其在日本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始终扮演着

重要角色.虽然此中也暴露出了一定局限,但综合农协以自身为核心发挥利益联结作用,较好地实现了农户、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政府三方共赢.从这一角度看,日本综合农协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的确值得中

国学习和借鉴,其所暴露出的问题更是值得警醒.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期,虽已初步形成了引导

小农户走上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基本政策框架,但仍需要一定过程和时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多种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并存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常态.理论与实践已充分证明,农民合作社能够破解小农户生

产同市场有效对接的难题,有助于在城镇化进程中缓和城乡差距,更好地维护农户权益.为此,中国有必要在

立足实际、全面总结和审慎甄别的基础上及时借鉴综合农协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注意吸取负面教训,在新阶

段新起点上继续推动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１]赵铁桥办好农民合作社走好共同富裕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合作社百年变迁与启示 [J]．中国农民合作社,２０２１
(８):７Ｇ１７

[２]苑鹏日本综合农协的发展经验及其对中国农村合作社道路的借鉴 [J]．农村经济,２０１５ (５):１１８Ｇ１２２
[３]冯昭奎,林昶日本农协的发展及功过简析 [J]．日本学刊,２００９ (２):８５Ｇ９８
[４]徐祥临 借鉴日本农协基本理论与经验发展中国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５ (１):

１８３Ｇ１８６

—０４—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02（总 514）



[５]藤荣刚,周若云,张瑜,等日本农业协同组织的发展新动向与面临的挑战:日本案例和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启

示 [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９ (２):１０３Ｇ１０９
[６]刘光辉日本农协及其对中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 [J]．日本问题研究,２００８ (４):３６Ｇ３９
[７]周应恒,李强,耿献辉日本农协发展的新动向 [J]．世界农业,２０１３ (９):２７Ｇ３２＋１８７
[８]邓衡山,徐志刚,应瑞瑶,等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 [J]．中国农村观

察,２０１６ (４):７２Ｇ８３＋９６Ｇ９７
[９]田代洋一協同組合としての農協 [M]．东京:筑波書房,２００９
[１０]樫原正澄アベノミクス農政と農政農業改革:日本の農業農村のあり方 [J]．關西大學經済論集,２０１６,６６ (３):

１６１Ｇ１７５
[１１]于秋芳战后日本农协发展史研究 [D]．江苏: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９
[１２]高田理農協合併効果と効果発揮の条件 [J]．神戸大学農業経済,１９８９ (２４):１Ｇ１８
[１３]刘松涛,张彦旸,王林萍 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及对推动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J]．世界农业,２０１７ (１２):７０Ｇ

７８＋２５９
[１４]陈宗胜,黎德福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 “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再解释 [J]．经济研究,２００４

(１１):１６Ｇ２７
[１５]肖绮芳,张换兆日本城市化、农地制度与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关联分析 [J]．亚太经济,２００８ (３):６４Ｇ６８
[１６]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総合研究所 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論集 [M]．东京: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総合研究所,２００９
[１７]刘畅 “裁判员困境”与 “第三方”入场:对第五种权力一种特性的剖析 [J]．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４):５６Ｇ６１
[１８]刘松涛,王林萍新 «农协法»颁布后日本农协全面改革探析 [J]．现代日本经济,２０１８ (１):２５Ｇ３６
[１９]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辨析:一个基于国内文献的讨论 [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２ (５):２Ｇ１２＋９４
[２０]苑鹏,宫哲元关于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若干问题研究的文献述评 [J]．农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５ (５):２４Ｇ３０
[２１]邓衡山,徐志刚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需要大改吗?:兼论名实之辨的意义与是否需要发展中国特色合作社理论 [J]．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６,３７ (１１):７８Ｇ８５＋１１１Ｇ１１２
[２２]孔祥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十周年及修法思想笔谈 [J]．东岳论丛,２０１７,３８ (１):６６
[２３]李婵娟,左停 “嵌入性”视角下合作社制度生存空间的塑造:以宁夏盐池农民种养殖合作社为例 [J]．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３,３４ (６):３０Ｇ３６＋１１０

StudyontheDevelopment,LessonsofExperienceofJAandTheirReferenceforFarmers’CooperativesinChina
LIUSongtao　LIANGYingxin　LUO Weilin

Abstract:JapanAgriculturalCooperative(JA)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and
ruralareasinJapan,anditsdevelopmentexperiencehasalwaysattractedtheattentionofChinaThisarticle
startswithchangesinquantity,membershipdevelopment,personnelallocation,andassetprofitandloss,
andprovidesacomprehensiveperspectiveonthedevelopmentandchangesofJA’sorganizationandbusiness,
andobjectivelysummarizesthesuccessfulexperiencethatJAcanlearnandthenegativelessonsworthyofvigＧ
ilanceExploringthebackgroundofthedevelopmentpathoffarmers’cooperatives,startingfromthethree
aspectsofpathselection,powersourceandgoalestablishment,comprehensivelyandinＧdepthdiscussionof
JA’sreflectiononChina’sfarmers’cooperatives,andproposedthatfarmers’cooperativesshouldrefuseto
comprehensivelyselectthedevelopmentpathIntermsofpowersources,weshouldgivefullplaytotheinＧ
ternal＂fiveＧself＂function,stimulate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improveexternalsystem
norms,payattentiontodiversifiedexternalsupport,andfocuson “theminorityofthekey”andactivatethe
“capablepersoneffect”;intheestablishmentofgoals,themodernizationofsmallfarmersshouldbepromoＧ
ted,andthemodernizationofagricultureshouldbepromoted;therevitalizationofruralareasshouldbe
served,andthemodernizationofruralareasshouldbesupported,and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protecＧ
tionofrightsandinterestsandtheinterestsoffarmers
Keywords:JA;DevelopmentandVicissitude;Lessons;Farmers’Cooperatives;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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